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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譯導讀 

將《社會之經濟》鑲嵌進「新
經濟社會學」 

自1980年代以來，尤其是Granovetter(1985)發表日後普遍被視為
定調之作的〈經濟行動與社會結構：鑲嵌的問題〉以來，「新經濟社
會學」在英語世界日益蓬勃，不但在1990年代初即獲得初步鞏固，逐
漸成功制度化為社會學的一個分支領域，到了21世紀初，更儼然有蔚
為顯學之勢。然而，這個環繞著「鑲嵌」的概念發展起來的研究進
路，迄今仍無法有效解決其中一些根本的「理論」問題，以致雖營造
了一棟巍峨的巨廈，卻有點像建在流沙上一樣，地基並不穩固，不時
有倒塌的危險。 

依個人淺見，魯曼(Niklas Luhmann)的系統理論不但可以對此理
論奠基的問題提供極具啟發性的解答，而且跟「新經濟社會學」之間
也充滿了豐富的對話可能性。可惜的是，儘管魯曼在1980年代中期
(與新經濟社會學的發展約略同步)便發展出自己一套社會學的經濟理
論 1，但在英語世界——並因此在台灣往往被逕行等同於世界——

中 2，迄今並未受到應有的注意，以致兩者一直像平行線般，錯過不

                                                        
1  詳見本文第三節的敘述。 
2  這種我族中心的世界觀古已有之，不足為奇。正如「英語世界」的修辭所

顯示的，各個社會都習於認為自身便構成了一個完整的「世界」。現代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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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豐富彼此的機會 3。相較於Luhmann其他專論功能系統的社會理論
系列作品，如《社會之藝術》(2000a[1995]；2009[1995])、《社會
之法律》(2004a[1993])、《社會之宗教》(2004b[2000])與《大眾媒
體的實在》(2000b[1996]；2006[1996])已陸續有英譯或中譯問世 4，
開始引發國際學界的關注與討論 5，由英語主導的世界科學系統持續

(續)                                                        
會的獨特性在於，結構上的現實與現象學式的世界圖像合而為一，以致現
代社會真的就只能是「世界社會」(Luhmann, 1982a; 1997b; Stichweh, 
2000a; Tang, 2004: 673ff.)。換句話說，發生在這個世界其他地方的事情(原
則上)在溝通上都是可及的。此外，所謂的全球溝通更多是透過全球的網
絡連結、一種環環鑲嵌的網絡連結而發生，而不是個互動位階的現象。考
慮到這一點，有必要創造出網絡連結的可能性條件，才能讓系統理論跟新經
濟社會學有效地對話，真正成為世界共享的思想資源，而不再局限於某地。 

3  值得一提的例外是社會網絡的大師，同時也是新經濟社會學的先驅
Harrison C. White。雖然White基本上只能透過英文理解魯曼，但對系統理
論有著相當的敬意與肯定(儘管其中自不免也有批判)，有別於新經濟社會
學一般對魯曼的漠視。他曾於2005年訪問德國的Bielefeld大學，以「魯曼
訪問教授」的身分授課，最近更風塵僕僕地遠道前赴歐洲，參加“Ten 
Years After: Niklas Luhmanns Die Gellschaft der Gesellschaft” (2007.12.7-8)這
場 紀 念 魯 曼 的 研 討 會 ， 發 表 “Networks and Meaning: Styles and 
Switchings”(White et al., 2007)一文，希望能促成系統理論與網絡分析進一
步的交流。可惜的是，如Krippner (2001: 809, note 97)多少也觀察到的，新
經濟社會學迄今主要是以White早期結構論的著作為參照點，而對Identity 
and Control (White, 1992)這本可謂是新經濟社會學中最具理論野心的著作
不太感興趣。事實上，White(2008)最近還推出改寫過的第二版，並在前
引文中清楚表明，這個改寫係受到系統理論的刺激，試圖與魯曼對話。 

4  按《社會之經濟》的日譯本(Luhmann, 1991a[1988])早在1991年即出版。
在政治方面，雖然《社會之政治》目前尚無英譯，但《福利國家中的政治
理論》(Luhmann, 1990[1981])很早便有英譯，而且目前已有數本討論魯曼
關於政治與法律理論的專書和論文集(Albert & Hilkermeier, 2004; King & 
Thornhill, 2003; 2006)。就是宗教方面，也有將魯曼早期的長篇論文以專書
的形式英譯出版(Luhmann, 1984b[1977])，唯獨魯曼關於經濟方面的見解
迄今仍無相關英文專書問世。 

5  當然，翻譯也只是個起點而已。像Mathur(2005)便指出，儘管《生態溝
通》1989年即有英譯問世，但在環保的領域中迄今仍很少被引用或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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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視魯曼關於經濟如何運作的創見，不能不令人感到遺憾。對照身為
經濟社會學重要源頭之一的組織社會學對魯曼的肯定(Bakken & 

Hernes, 2003; Seidl, 2005; Seidl & Becker, 2005)，此一忽視同時也不
免讓人感到納悶。 

之所以如此，英語世界——尤其是美國——的學者一般多先入為
主地認定魯曼是帕深思結構功能論的延續，以致連接觸、了解其理論
的意願都欠缺(何況掌握系統理論的入門門檻極高)，是個關鍵的障
礙 6。這不但妨礙了英語世界一般而言對魯曼理論的繼受，對自始便
企圖逃離結構功能論的典範牢籠，乃至是以批判其「過度社會化」的
行動概念，及「經濟與社會」觀點起家的「新經濟社會學」來說 7，
自然更是如此。也正因為「新經濟社會學」選擇了這樣的出發點，更
因為它自成體系，又與魯曼發展關於經濟方面的研究時間相近，以致
有意無意間一直忽略後者的可能挑戰與貢獻。 

                                                        
6  另可參見Herting & Stein (2007)從「建構論」的角度切入，說明為何魯曼

在歐洲遠比美國流行，以及Jacobson (1995)分析美國法律學者為何比較傾
向接受哈伯瑪斯而不是魯曼的文章：因為他們可以政治性地運用哈氏的理
論回應時局，卻很難用這樣的方式來援引魯曼。一些理論立場或者說「意
識形態」上的差異，的確是導致英語世界較難接受魯曼的重要原因，像
Blühdorn (2000)便毫不忌諱地說，魯曼的去世讓德國(！)社會學家「鬆了
一口氣」，讓他們不必再面對如此具吸引力、如此全面而完備、理論上又
如此一致，以致無法加以忽略，卻又無法苟同他未能關照個體的意義需
要、未提供任何行動指引，乃至根本上便否定主體性的理論。但反過來，
人類學家(如Gershon, 2005)卻開始注意到魯曼帶來的洞見，尤其是肯定把
「人」從理論架構中移出去這一點。最後，King & Schütz (1994)提及對因
果的需要、功能論、偏好以統一的個體為社會學分析的單位，及有別於一
般社會建構論關於社會現實的看法，是理解魯曼的主要障礙，仍是個人迄
今所見有關魯曼繼受障礙最完整的討論。 

7  參見湯志傑(2009)。這篇探討新經濟社會學發展的文章原係本導論的第一
節，惟因篇幅過長，在審查人建議下，現將它抽出另行發表，(下)篇將刊
於同一期刊，尚請讀者自行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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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我將藉著把魯曼的理論觀點擺到「新經濟社會學」的討論
脈絡中，來揭示系統理論與「新經濟社會學」的可能對話之處，也就
是從國際學界關於經濟社會學的最新發展來定位本書的貢獻。其次，
我將介紹系統理論的一般概念與進路，幫助讀者掌握理解本書的關鍵
鑰匙。然後，我將從魯曼本身的學思歷程來觀察本書的定位，進而介
紹德國學界對此書的反應，以及系統理論的追隨者後續的新發展。 

一、主要觀點及可與「新經濟社會學」對話處的例示 

或是出於對韋伯及帕深思的敬意，有別於「新經濟社會學」明示
的不滿，魯曼在本書〈前言〉中並未對所謂「經濟與社會」的觀點做
太多尖銳的批評，但也明白指出這個觀點的不適之處，表明本書與此
取徑的關鍵差異在於有著不同的(系統)分化觀念——正如《社會之經
濟》的書名所明示的。在我看來，這個不同於社會學傳統的分化觀
念，正是關鍵所在，有助於我們突破鑲嵌概念所陷入的理論瓶頸。 

雖然分化一直是社會學的重要觀念(例如見Luhmann, 1985a; 

O’Connell, 1991: 804; Schimank, 2001; 2006; Sorokin, 1979)，但迄今仍
欠缺適當的理解。打一開始，社會學主要便是銜接亞當‧史密斯政治
經濟學的傳統，以「分工」來理解分化。以涂爾幹與帕深思為代表的
傳統，便是持此觀點，把分化視為某個功能上模糊、具擴散性
(diffuse)的單位「分解」為多個功能上較特定的單位的過程。不過，
社會學同時也把分化理解為一種結構，尤其是現代社會的重要屬性，
強調專殊化的好處在於提高效率或績效 8。與前述想法相近，但又有

                                                        
8  如Rueschemeyer (1977)及Piore & Sable (1984)早就指出，以及Piore (1996)

的書評也觸及的，認為專殊化必定能帶來效率或績效的提升是有問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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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微與關鍵區別的，是Schimank(2001; 2005: Chap. 10)所謂「茁生」
(emergence)的想法，也就是把分化理解為各自具有自主運作邏輯的
不同領域的茁生。他認為韋伯是此觀點的代表，並把魯曼的看法也歸
入此一流派，相對於以涂爾幹及帕深思為代表的「分解」的觀點。 

然而，在我看來，魯曼與韋伯在看法上是有關鍵差異的。韋伯基
本上還是遵循一種實體切割、非此即彼的存有論觀點，不同領域間因
此是種零和的關係，同一對象沒有同時屬於不同領域的可能性，因為
這違背特定物體占據特定空間的存有論想法。所以，不令人訝異，在
韋伯那裡很快便會導出「諸神之戰」作為唯一的結論。有別於此，
Luhmann自始(1970c[1964]: 39, 50, note 27; 1970g[1968]: 148; 1982b: 

230f.; 1987f[1969]: 175f.)便把(系統)分化理解為「在系統中重複系統
╱環境的區分」，強調必須放棄存有論的系統概念，不能像社會人類
學中的功能論一樣只看到系統內部的整合功能。 

魯曼在本書(頁108以後，115)中便指出，隨著觀察者選取的系統
指涉之不同，經濟系統這同一個存有論對象可以既是個系統，又是它
的內環境(即市場)9。這種同時屬於不同系統、不同脈絡的可能性，
在傳統觀念看來是個自相矛盾的弔詭，但弔詭恰恰卻是魯曼系統理論
的出發點，因為這才是真正的現實——由具備自我指涉特性的社會在
不斷的運作中形成的結果與現實。所以，有別於傳統「經濟」與「社
會」分化開來成為彼此區隔的領域的想法，魯曼主張的是經濟系統
「在社會之中」「分化出來」(Ausdifferenzierung)的觀念，也就是經
濟系統「在社會之中」變得獨立自主，而不是變得「獨立於」
(indepedent from)社會(Baecker, 2008: 111)。而且，分化出來意味著

                                                        
9  事實上，如本書(見頁110以後, 119, 131)也引用到的，the same is different 

(Glanville, 1981)是建構論的根本立場與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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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在的雙重化」(Luhmann, 2006[1996]: Chap. 1)，也就是令現實加
倍了。 

這樣的想法不但更準確地掌握到，傳統的分化觀念所試圖掌握的
經濟系統變得「去鑲嵌」的現象(變得獨立自主)，同時也正確地強調
了經濟依然「鑲嵌」於社會之中的觀念：經濟系統是「在社會之中」
變得獨立自主，換句話說，仍然屬於社會10。相應於這種系統╱環境
「再進入」到系統之中的分化觀念而來的是，任何使系統繼續往前並
再生產它的運作，都必須能夠同時使得系統與它的環境區別開來，又
能令它再度鑲嵌到它的環境之中(Baecker, 2006a: 110)。這樣的觀念不
但讓我們能掌握到Beckert(2007)強調的，應把Polanyi所說的鑲嵌理
解為鑲嵌、去鑲嵌、重新鑲嵌的動態，更重要的是，能讓我們理解到
鑲嵌╱去鑲嵌不必然是種零和的關係(Luhmann, 1997a: 780)11，而是也
可以在彼此的共同演化中，隨著系統分化形式的改變而同時獲得強
化、提升，一如本書(頁14-15)提到系統的封閉與開放之間的關係一
樣，是種水漲船高、同進同退的關係，而不是互斥的此消彼長的關
係。所以，對社會學來說，重要的是分析在不同的系統分化形式下、
在不同形態的社會結構下，鑲嵌╱去鑲嵌隨之有著怎樣不同的關係，

                                                        
10  以往對功能論或系統論經濟分化出來成為一個獨立的功能系統的批判，多

集中於認為他們持認同經濟的立場。這樣的批判不但預設了經濟與社會是
組對立，同時還在社會之中又區分了兩種關於社會的觀點，例如哈伯瑪斯
系統(策略行動)與生活世界(溝通理解)的區分(Baecker, 2008: 111)。這種
對立的預設以及視為自明的兩種社會的觀念，是有問題的(湯志傑，2009: 
166 ff.)。 

11  雖然就其實質內容來說，Giddens(1990: 21ff.)「去鑲嵌」的概念同時意涵
了「重新鑲嵌」(重新結構化)，但因為他把鑲嵌╱去鑲嵌對舉，且一定程
度上把這對應於傳統╱現代的區分，因此往往讓鑲嵌╱去鑲嵌顯得是種互斥
的關係，跟Polanyi一樣很容易讓讀者誤解，而無法像Luhmann一樣更為深
刻地掌握到鑲嵌╱去鑲嵌其實可以同時獲得強化。 



中譯導讀 將《社會之經濟》鑲嵌到「新經濟社會學」  ix 

亦即有著怎樣不同的鑲嵌「形式」。鑲嵌的類型學無疑才是鑲嵌理論
最主要的內容，而不是如「新經濟學社會」自Granovetter以來所關注
的鑲嵌「程度」的問題(湯志傑，2009)。 

系統理論之所以能超越傳統的理論與觀念，正在於魯曼敏銳地看
到一系列這種以往被視為對立、互斥的區分的兩方，其實有著同時增
強的可能。像社會學自始就傾向把分化與整合的概念對舉，或是把這
視為互相制約、互補的過程(Spencer)，或是視為同一過程的兩面
(Simmel)。就是Durkheim也不滿足於功能上的互賴會自動帶來整合
這樣的假定，而強調規範的整合是功能整合的前提。帕深思承襲此一
傳統且更為激進，把整合視為現代社會的核心問題，主張價值與規範
體系是社會最重要的整合機構。此後Lockwood系統整合╱社會整合的
區分，以及Habermas系統╱生活世界的區分，雖然提供了一套不同的
理解問題的架構，但基本上並未重新概念化分化與整合，而仍是循著
傳統的理解(Willke, 1987: 263)。 

有別於此，魯曼認為整合基本上是個要被揚棄的概念。這不但是
因為——如結構功能論常被批評的——整合的概念預設了共識與秩序
的規範取向，同時也是因為整合預設了一個整合者，而現代社會卻是
個多中心、多元脈絡的功能分化社會，不再有能代表全社會進行駕馭
(本書第十章；Luhmann, 2001[1986])——遑論整合——的機構。事
實上，分化不必然就會製造出所謂整合的問題，因為就如鑲嵌╱去鑲
嵌的關係一樣，(次系統的)獨立自主與(次系統間的)相互依賴也可以
有同步提高的雙贏局面12。更重要的是，從系統理論的觀點來看，所

                                                        
12  有鑑於此，考慮到社會學一時難以放棄整合的概念，Luhmann (1977a: 

242f.)建議以消極的方式，把整合界定為避免出現某一次系統的運作造成
其他次系統無法解決的問題這樣的局面，後來更設法再次減低其中蘊涵的
價值色彩，更抽象、也更中性地把整合界定為由於全社會系統的外部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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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的去整合或不穩定根本就是建構秩序與達成穩定的必備成分，因為
對具備自我指涉性質的系統來說，所有的穩定只能是動態的穩定、時
間上的穩定。因此，在我看來，Schimank認為「分解」與「茁生」兩
種分化的觀點雖常對立，但更常是互補，充其量只適用於韋伯。魯曼
新的分化觀念毋寧是個概念上的進步，一個典範革命，因為這個新的
觀念可以包含及解釋既有的觀點，反之卻不然。 

讓魯曼能做出此一突破的一個重要關鍵是，他不再用部分╱整體
(以及相應地：自主╱互賴)的區分來理解、想像分化(以及相應地：
用系統的統一來理解、想像整合)，而是一方面用系統╱環境區分取
代部分╱整體的區分，另方面用自我生產╱結構耦合(autopoiesis/ 

structural coupling)取代分化╱整合的區分。在Luhmann(1984: 533)那
裡，系統不再像以前那樣，是根據高度甚或全面的互賴來界定，而是
根據系統╱環境的區分或界限。隨之而來的「再進入」的分化觀念，
則有能力考慮自我指涉與遞迴的問題，而不會像部分╱整體區分雖明
白預設了自我指涉的關係，卻不曾也無力正面面對它。 

跟整合的概念類似，魯曼也盡量不使用自主性的概念，因為這很
容易陷入始終說不清楚的「相對自主性」的兩難13。當不可避免要對
自主性的概念做界定時，他採取一個相當激進，也相當罕見的立場，
把自主性等同於自我生產、等同於(系統)運作的封閉：所謂的自主性

(續)                                                        
限，以及次系統的內環境對次系統所造成的自由度的降低，將整合的問題
時間化(1997a: 601ff.)。關於以公共領域這套二階的自我觀察機制作為現代
社會消極整合的機制，透過不斷擺盪謀求一與多的平衡的進一步討論，見
湯志傑(2004a: 158ff.; 2004b: 220ff.)。 

13 這可與Bourdieu做比較。Bourdieu一方面強調場域的(相對)自主性，另方面
又主張場域之間會有同構的情形，同時認為場域之間基本上是互斥的，同
一實做無法屬於不同的場域，缺乏一個徹底的建構論與後存有論的轉向，
以致無法成功跳出此一兩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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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非就是根據自己的符碼來運作，而之所以如此，無非是因為這一
組符碼解除了自我指涉的弔詭」(Luhmann, 1985b: 6)。必須注意的
是，在魯曼那裡，弔詭並非只是簡單的邏輯矛盾如「看見=看不
見」，而是「之所以看得見，是因為看不見」。所以，「弔詭並不會
就阻止了系統的運作，相反地，弔詭正是系統運作的可能性條件，因
為運作的自我生產需要持續具有不同運作的現實性，需要實現不同的
可能性」(Luhmann, 1985b: 18; 1995b: 42; 2001[1986]: Chap. 8 & 9)——

就如本書(第六章)藉由分析稀少性的弔詭所顯示的。 

在強調功能系統運作上封閉的同時，魯曼銜接上Maturana & 

Varela(1980[1972])自我生產的觀點，主張功能系統在認知上是開放
的，而且正因為它們在運作上封閉，所以才有能力在認知上開放，同
時也強迫它們開放(本書頁14-15, 55-56, 66-67; Luhmann, 1990d)。用
系統理論的另一套術語來說，也就是功能系統在符碼上是封閉的，但
就分派符碼值的綱要來說，對環境卻是開放的，如此方可結合自我
指涉與異己指涉 14，不斷地運作下去，求得一個動態的穩定化。此
外，功能系統之間更可以有結構耦合的關係15，在窄化、限制環境中
特定的系統對自己影響的同時，也因此使得這些影響變得更為容易。
換句話說，結構耦合一方面增強系統間特定類型的依賴，同時又有效
地排除其他類型的依賴；但它只保障了系統間的同時性，而未保證彼
此的同步化。魯曼曾以「從類比到數位」的轉換這樣的比喻，來描述

                                                        
14  參見後面關於「需要」的討論。 
15  必須說明的是，雖然魯曼在本書的前言中提及要測試結構耦合的概念，但

全書事實上並未直接提及或運用此一概念，因這是他當時尚在發展中的概
念。此處係援引Luhmann(2004a[1993]: Chap. 10; 1997a: 92ff., 776ff.)後來
較成熟、集中的表述來做補充。關於運作封閉及結構耦合的討論，另有
Luhmann(1992a)的英文著作可參考。最後要附帶一提的是，魯曼後來也承
認有運作耦合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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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耦合的系統如何既區隔開來而又有所連結，結構耦合就像濾波器
一樣，將原本類比的關係數位化，轉化為按功能系統自己的語言來重
新編碼的、可理解的訊息，從而可以銜接得上自己的運作16。以經濟
系統來說，財產與契約便是它與法律系統結構耦合的重要例子，文憑
和證照則是它與教育系統的結構耦合。藉由這一整套環環相扣的概
念，魯曼毋寧是迄今唯一在理論上清楚且具體地說明了到現代的鉅
變，導致了怎樣的「去鑲嵌」與「重新鑲嵌」的形式、其實質內容又
為何的社會學家。 

同時，魯曼不是只探討從傳統到現代的結構轉型而已，跟Polanyi

一樣，他也注意到在不同的系統分化形式——他視此為社會的主要結
構——中，會有相應不同的鑲嵌╱去鑲嵌的形式。在他那裡，這主要
是以涵括╱排除這組區分來討論(Luhmann, 1997a: 618ff.)，亦即涵括╱
排除的條件是隨著全社會的分化(分支分化、階層分化、中心╱邊陲
分化、功能分化)而改變的17。有別於結構功能論及現代化理論的線
性發展模式，認為隨著社會文化的演化，調適的提升、分化、涵括及
價值的概化，必然是朝提高或增加的方向改變，魯曼關心的是彼此搭
配的類型學。例如，在分支分化的社會中，涵括源自屬於某一分支，
流動的可能性很低，一個人如果被排除的話，存活的機率將急遽下
降。在這種以平等、對稱為原則來組織的社會中，互惠是基本的規

                                                        
16  魯曼特別提醒，常被忽略的結構耦合的重要前提之一是，系統內部必須有

過剩的可能性，如此系統才有能力應付對其自由度的限制。 
17  值得一提的是，涵括(inclusion)也是源自帕深思的概念，但就跟相互滲透

一樣，經過魯曼一番徹底的改造。魯曼對此最主要的改變在於，必須把其
對立面，把排除也一併考慮進來。唯有存在著無法加以整合的個人或團體
的情況下，社會的凝聚才會變得看得見，也才有可能指定有關於此的條
件。對此，進一步可參考Stichweh(1988)關於現代功能系統幾種不同涵括
模式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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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跟Bourdieu(1977: 5f.)討論禮物經濟時一樣，魯曼也注意到時間
在此所具有的重要角色，有助於將幾乎必然出現的不對稱弭平，復歸
到相同或平等的狀態(Luhmann, 1997a: 649ff.)。但同時，魯曼也沒忘
記社會學的傳統智慧，了解在分支分化及相應的涵括形式下，人們是
以「整個人」(Vollperson)的模式來交往，所有的社會關係其實是糾
結在一起，不但個人與角色間尚未清楚地分化開來，就是社會也還無
法與互動清楚地分化開來(Luhmann, 1987a)。從這樣的觀點出發，魯
曼的理論一方面能夠看到——如McGinn & Keros(2002: 447f.)的研究
指出的——，對協商後果的影響來說，面對面的溝通可以起與(被理
解為人際關係的)社會鑲嵌類似的作用；另一方面則跟展演論一樣，
能夠看出現代的規約形式往往是在「隔了一段距離之外」來治理的
(Fourcade, 2007: 1026)。因此，有別於「新經濟社會學」只專注於現
代，或Callon(1998b)不注重特定時空脈絡的討論方式，系統理論能
敏銳地觀察到在分支分化與功能分化社會中市場(與禮物)交換的同與
異，注意到現代社會中「重新鑲嵌」的人際關係是受到「去鑲嵌」
(經濟系統分化出來、結構上功能分化)這個前提制約18。 

在建構系統理論伊始，魯曼便強調系統分化出來與其內部分化是
互相依賴的(Luhmann, 1970i[1968]: 164f., 175, note 50; 1984: 261ff.; 

1987f[1969]: 81f.)。「社會」——作為涵括一切溝通的社會系統——

更強地分化出來，社會與互動更強地分化開來，在在跟它內部朝向功
能分化的現代社會結構轉型有關。在功能分化成為社會主要的系統分
化形式的情況下，人變成了社會系統的環境，再無法以「整個人」的
方式參與社會系統(就是家庭也辦不到！)，同時卻獲得了可以藉角色

                                                        
18  從這個角度來看，Montgomery (1998)引進角色理論的做法雖有其洞見，

但與Callon (1998b)有類似的問題，並未考慮到不同系統分化形式下個人
與角色間的分化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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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多個社會系統的可能性。相應於此，再無法透過涵括，而是必須
透過排除來界定個體(Luhmann, 1989a: 158f.)。也正是在這樣的結構
條件下，人們特別喜歡談「個體與社會」之間的關係。在人被拋到環
境之後卻更強地依賴社會的情況下，個體性的語意似乎恰恰履行了一
個補償的功能19。 

有別於把社會視為「道德事實」的做法，Luhmann(1984: 318)不
賦予、也不訴諸道德整合社會的功能，而是從共同演化的角度來把握
社會與心理(或所謂個人)系統更強地分化開來，同時也更加地互賴的
關係。Luhmann(1977b; 1978a; 1984a: Chap. 6)以從帕深思那裡拿來改
頭換面過後的「相互滲透」(作為結構耦合的特例)的概念，來指稱兩
者間的關係，也就是兩個系統能互相提供自己的複雜性為對方所用。
所謂的涵括便是指心理系統提供自己的複雜性供社會系統運用，而社
會化正好是相反的情形，是社會系統提供自己的複雜性供心理系統運
用。隨著從階層分化到功能分化的結構轉變，涵括╱社會化(一如鑲
嵌╱去鑲嵌、在地化╱全球化)同時獲得增強，就如Elias(1994 [1937])

及Foucault(1967[1961]; 1977[1975])的研究也證實的。 

把人視為社會的環境這個後人本主義的立場20，是許多人無法接
受魯曼理論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如果我們在理論上認真對待社會與心
理區分的問題的話，這將是邏輯上不得不的結論，而帕深思事實上也
已朝此方向踏出一步21。因為如果社會是由人組成的話，那麼相互滲
透將變成指人們彼此有所重疊這種完全講不通的說法。帕深思之所以

                                                        
19  相應地，系統理論會由此出發探討時尚、流行、品味，與消費等問題。 
20  關於人與主體問題的進一步討論，見Luhmann (1992b; 1994a)，反對意見

如見Martens (1991; 1992). 
21  就是採取網絡進路的White (1992: 8f.; White et al., 2007)也強調社會過程重

於個人，不能把個人視為先在的原子，而應看做歷史過程中較晚出現的認
同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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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比社會人類學的功能論傳統往前多走一步，即在於能擺脫存有論的
預設，從一般行動系統的理論架構立論。要強調的是，社會與心理系
統雖然互為環境，卻都是環境中有秩序、有觀察能力的系統，而不是
純然雜多的環境。把人視為社會系統的環境，不就意味著貶低或輕視
人。 

此外，社會與心理系統雖然會在個別的元素上合致，也就是利用
同一個事件，但這些元素、事件在不同的系統中卻有不同的選擇性與
銜接能力。同樣地，就像個人可藉角色同時參與多個系統一樣，同一
個溝通事件也有可能同時屬於多個不同的系統22，而且這樣的情形隨
著功能分化的到來而變得更為普遍。功能分化事實上就是多元脈絡的
現實建構，每個功能系統都以自己特有的二元符碼進行全面性的世界
建構(Günther, 1979; Luhmann, 1990c: 88; 1990d: 11; 2001[1986]: 62; 

1990e: 11, 92; 湯志傑，1998b；魯貴顯，1998)。所以，不同的功能系
統(或所謂領域)間不必然互斥，只是相當程度上不相容(Luhmann, 

1981: 246)。 

在邁出後存有論轉向的一步，看到其他人迄今未能看到的「多重
從屬的可能性」之外，與Callon(1998b)從framing的角度來討論禮
物，與市場交易體制間的切換類似，魯曼也認為個人、施為者在選擇
銜接上哪個功能系統的溝通，進入何種體制的問題上仍扮有一定的角
色——儘管功能分化的結構會限定行動者的選擇可能性，儘管象徵一
般化的溝通媒介，會大幅提高行動者朝某一特定方向來界定情境的機
率，使原本溝通機率低者變高，但終究沒有完全決定行動者的行動，

                                                        
22  從這個觀點出發，我們可以把Uzzi (1996; 1997)的研究成果重新表述如

下：所謂的「人情」或「關係」與「無私的」市場關係是可以重疊而不互
斥的，同一筆買賣既可以是以市場或獲利為取向的經濟交易，也是建構友
誼的媒介——只是這預設了一定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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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其自由度變為零。就像本書(頁14，注6)所舉的初出道的青樓女子
必須學會迅速且清楚地讓路人意識到，這究竟是個豔遇還是交易的例
子所暗示的23，或是Luhmann(1981b[1976]:  38)在討論個人在互動中
擁有關於是否進入法律溝通之「基本的主權」所明示的，哪一種類型
的溝通會被啟動，仍有賴於個人的抉擇。 

系統理論除了從分化的觀點，對「鑲嵌」的問題提出一套理論上
更為完整，也更具說服力的主張外，還正面探討了價格、市場、資本
與勞動、稀少性、貨幣、決策及組織等議題(本書第一、三、五、
六、七、八、九章)，真正深入經濟學的核心領域，並提出一套與之
不同的(社會)理論，實現「新經濟社會學」的宣稱與渴望24。其中，
自然也蘊涵不少可與「新經濟社會學」對話之處。事實上，魯曼關於
市場想法的靈感，主要便來自White(1981)的刺激。然而，有別於同
樣承襲White市場觀念的新經濟社會學只關注市場作為社會結構(生產
者之自我生產的角色結構)的一面(Fligstein, 2002: 63)——這相當程度
上或是受到網絡進路的影響，魯曼除了把市場看做自組織的相互觀察
的結構，更強調它作為二階觀察機制的角色，視之為經濟系統運作的
動力所在25。 

這樣的觀點不但可以與Callon(1998b: 32)視市場為過程，以及

                                                        
23  習於經驗研究取向者或許會覺得這怎麼可以當作「經驗的」例證。我同意

這樣的質疑有其道理，只想提醒這樣的問題意識的重要性。因為經驗研究
通常也只會看到經其觀察架構篩選過後的東西，如果沒有這種理論指引下
的問題意識，實際的經驗研究不見得會敏感於領域分化的問題，從而提出
肯定或否定的答案。關於這個問題的進一步討論，可參見Ahlemeyer (2002 
[1996])的研究。 

24  Krippner (2001: 776, 795)甚至一度嚴辭批判，認為鑲嵌概念的流行使得市
場被忽略，變成個殘餘範疇，或是逕自將之等同於聯繫(ties)。 

25  雖然Leifer(1985)便已提倡從市場作為機制的角度來銜接White的想法，但
這樣的觀點在新經濟社會學中似未普遍被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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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afirovski(2000)視價格形成為社會過程的觀點比較、對話，魯曼這
種抽象的界定還有兩個好處。一方面，它可以與既有(往往側重經驗
研究取向)的理論觀點相容、會通或甚至加以綜攝：不論是政治—文
化的取徑(Fligstein, 1996; 2001)或地位訊號論(Podolny, 1993)，還是
現象學或微觀社會學的進路(Knorr Cetina, 2006; Knorr Cetina & Preda, 

2005)，乃至模仿 (Orléan, 1989)與互為主體性的取徑 (Fullbrook, 

2002)，皆可為此一抽象的界定所涵蓋26。另一方面，這還可以與其
他的社會領域比較，讓人意識到所有的功能系統都具有某種二階觀察
的機制，進而提出一套完整且邏輯一貫的現代社會理論：偶連性是現
代社會的固有值，在功能分化必須自我奠基的情況下，只能藉由二階
觀察的不斷擺盪，暫時凝結出相對穩定的取向與結構，結構本身其實
也一直處於變動之中(Luhmann, 2005[1992]: 123ff.)。 

雖然和經濟學同樣從視市場為價格形成機制的觀點出發，魯曼卻
可以提出一套真正與之有別的替代理論。魯曼明確地指出，在無法直
接透視消費者需要的情況下，廠商實際上是以觀察彼此的方式來做決
策的。正是在這樣一個相互觀察的背景下，所謂的鑲嵌與網絡才會扮
有一個角色。所以，市場必定是個二階的現象，在此，生產者彼此競
逐著交換的機會。有別於傳統把市場看成系統的想法，藉由把市場視
為經濟系統的內環境，系統理論有能力探討對經濟學及古典社會學來
說都是重要的概念，但新經濟社會學卻多加以忽略的「需要」
(needs)的問題。市場作為經濟系統的內環境，實際上也就是作為經

                                                        
26  Baecker (2006b: 98ff.)便指出，系統理論精準的建構論進路，最適合用來

綜合三個都在研究市場且有重要洞見，但迄今尚未有太多交流的取向，帶
來更為豐碩的成果：一、Luhmann立基於二階觀察觀念的市場概念。二、
新經濟社會學中主要是經驗研究取向，視市場為角色結構的研究(如
Fligstein, Podolny)。三、White關於市場網絡結構及不同市場類型的研究。 



xviii  社會之經濟 

濟系統的「邊界」(boundary)與介面(interface)，不斷把經濟系統外
不確定的複雜性轉換成內部確定的複雜性，把異己指涉轉換為自我指
涉。相應地，市場的建築結構(architecture)會是個網絡的形式，透過
同時(即不斷擺盪)的去耦合與鑲嵌，也就是將可能的行動從原有的社
會脈絡中鬆脫出來，重新鑲嵌到經濟系統中，一方面既呈現出誘因，
同時也呈現出風險，另方面既傳達出期望，同時也傳達了訊息
(Baecker, 1988; 2006c)。 

在這種現實的市場(而非假想的模型)中，唯有當生產者對特定價
格下的銷路既做出對的假定，也做出錯的假定，經濟系統才運作得起
來。換句話說，唯有當某些人覺得無利可圖，同時另一些人卻認為這
是機會時，市場才運作得起來(本書頁140-141)。這個看似素樸、不
證自明的「常識」，實際上卻是個唯有透過嚴格的理論思考才能獲得
及加以證成的洞見。一向宗奉合理性或Simon(1955; 1972; 1982)所謂
有限合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的經濟學固然見不及此，就是有志一
同批判經濟學的預設不符現實，嘗試把社會帶回到經濟之中的新經濟
社會學一樣也看不到這一點，因為新經濟社會學一樣不曾認真面對自
我指涉的問題，所以無法認識到這背後涉及一個自我指涉的弔詭：
「自己的生產決策之所以正確或錯誤，是因為(觀察別人的決策據以
做出決策的)其他生產者做了不同的決策」。究竟哪些決策才是「真
正正確」的，其實是「無法決定的」。 

Beckert(1996: 818)雖然也曾引用過這個段落，但把重點放在事
前不可能知道決策正確與否，唯有事後才能檢證上。這樣的觀點自然
沒錯，卻錯過了「弔詭」這個重要的問題。有別於傳統認為弔詭會造
成動彈不得的邏輯困境，故想方設法加以迴避，系統理論認為弔詭是
具有生產性的，必須自我奠基的現代功能系統往往正是以弔詭作為自
己運作的基礎(Luhmann, 1988b)。以經濟系統來說，這就表現在看似



中譯導讀 將《社會之經濟》鑲嵌到「新經濟社會學」  xix 

「常識」，沒什麼高深理論的「稀少性的弔詭」上。對此，大家一聽
就懂、最表面的解讀是：當自己因為想減少自己的稀少性而攫取某個
東西時，會相應增加別人在這個東西上的稀少性27。這個陳述更深一
層的意涵是，稀少性不但是促成攫取的動機，而且還會透過攫取又製
造出自己，因為唯有在稀少性繼續存在的情況下，進行前述的攫取才
有其意義28。攫取與稀少性因此形成一種自我指涉，自己創造出自己
的可能性條件，並因此形成弔詭：攫取同時增加又減少了稀少性。在
此，必須強調的一個關鍵是，這之所以是個弔詭，是因為這發生在同
一個系統中29，而不是對某個個人而言。換句話說，稀少性自始便是
個社會性的事物，是個社會規約的問題，不能與存有上的有限數量本
身相混淆30。 

正是在稀少性這個經濟系統「構成性的弔詭」的核心問題上，社
會學可以清楚地與經濟學區別開來。經濟學目前近乎共識的界定是，
它是「一門行為科學，主要是用來研究如何選擇具有多種用途的有限
資源，以生產物品與勞務，供應目前與將來的消費」(張清溪等，
1987: 18)。儘管以「因為資源有限，所以有必要就其運用做出決策」
為核心的問題意識，經濟學基本上仍只把稀少性理解為存有上的「有

                                                        
27  細心的讀者在此可能會懷疑，這有何弔詭可言？從個人、從行動論的角度

來解讀的確是如此。但就如後面會指出的，如果我們一開始就從整體、從
系統的層次來把握攫取的作為，那麼它便會是個弔詭的，同時增加又減少
稀少性的運作。 

28  因此，Baecker (2006b: 44)特別強調，稀少性既是運作，也是結構。 
29  與此類似，對一出現就消失的事件來說，是沒有所謂循環的因果性可言

的。所謂的回饋和循環的因果性，預設了較事件更高位階的秩序，例如事
件間的關聯、結構或系統 (Tang, 2007)。 

30  關於稀少性的問題，不太熟悉系統理論的初入門者，可參見Hahn (1987)
較為簡明易懂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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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而沒有能力看到稀少性的「社會建構」31。可惜的是，新經濟
社會學雖然談到了「制度」的社會建構，卻沒注意到稀少性的社會建
構，甚至根本就迴避觸及稀少性這個基本問題。也因此，儘管新經濟
社會學試圖扭轉「經濟學是門關於如何做選擇的學問，而社會學則是
探究人們如何沒有選擇的學問」這樣的刻板印象，卻顯得有些軟弱無
力。相對於此，從偶連性、複雜性及相應而來的選擇必要性出發的系
統理論，有能力提出一套與經濟學競爭的「選擇」理論。在它看來，
什麼會進入到經濟溝通之中，成為經濟的問題，從一開始就是個「選
擇」的問題32。經濟的功能正在於把稀少性引入到經濟系統之中，對
它加以溝通，好克服它。而且，就如前述，在克服它的同時，經濟系
統又製造出它，所以才能不斷運作下去。有別於經濟學認為稀少性就
足以正當化經濟的效率計算的必要性，社會學會把這個正當化的公式
也視為是社會偶連計算的結果，並因此可以繼續追問其他的替代可能
性，追問稀少性的計算是如何出現的，在個別的案例採取了什麼樣的
形式，又具有怎樣的社會後果，所以可以看到一個經濟學所看不到
的、更大的遊戲空間(Baecker, 2006b: 9, 13f., 35)。例如，從這個觀點
來看，禮物並非與經濟並立的替代選項，而只是有別於市場交換之開

                                                        
31  在這點上，Baecker (2006b: 13)有寬大得多的不同看法，認為經濟學和社

會學一樣，都擺脫了世物有限或人的本質有所缺憾，這樣的宇宙論或人類
學假定，轉而只關心會自己生產出稀少性的計算形式。的確，如果把正文
中所引國人自撰的教科書的定義，與Robbins (1932[1984]: 15)的「標準定
義」相較——經濟學是“the science which studies human behaviour as a 
relationship between ends and scarce means which have alternative uses”(引自
Granovetter, 1990: 90)——，後者顯然就不是從資源有限這樣的存有論假定
出發，而是隱涵如下的「建構」觀：是因為應用了特定的目的╱手段區
分，所以相對於要達成的目的來說，手段才顯得是稀少的。 

32  採取STS進路的Muniesa, Millo & Callon (2007)也談到了「經濟化」
(economization)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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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稀少性弔詭的不同形式而已。 

從這樣的觀點出發，系統理論對經濟的理解一方面既比傳統的經
濟學要來得窄，同時又要來得寬：又一個在傳統認識論看來自相矛盾
的講法！一方面，系統理論認為，對稀少性進行攫取這件事本身是不
太可能的，亦即它原來的發生機率是很低的。但另一方面，系統理論
又認為，對稀少性的攫取有著遠比傳統經濟學認知到的財貨與勞務圖
像廣大得多的範圍，一如後來以Gary S. Becker(1976)為代表的經濟
學帝國主義所呈現的。儘管如此，社會學與經濟學仍有個關鍵區別：
社會學認為經濟的分化出來是個隨時空脈絡而變的變數，不像經濟學
視之為恆常不變的常數(Baecker, 2006b: 18)——新經濟社會學的鑲嵌
主張也嘗試朝此方向推進，只是誤把經濟的分化出來等同於市場的分
化出來。 

從稀少性的弔詭切入，系統理論有能力描述經濟是如何運作的。
且容我再清楚地說一次，在經濟系統中，稀少性是在同一個運作、同
一個攫取的行動中，既被創造出來，又被消除。然而，只有在少數極
例外的情形，人們才會把它當作弔詭來觀察——就像讀者在前面讀到
相關的句子時，可能也不會覺得是個弔詭一樣。而且，雖然這個弔詭
會令觀察卡住，因為人們無法接受上述兩個命題同時成立，但在社會
實際的運作中，這個弔詭卻可以獲得展開，並因此變得看不見，而這
是藉由把它分配給不同的事物層次、行動者，或時間點達成的
(Baecker, 2006b: 22)。 

例如，當某人進行攫取時，其他人只是靜靜地旁觀——因為他為
此付了錢了(本書頁78, 313)。這除了點出可藉由把稀少性的增加與減
少分配給不同的行動者來解除弔詭外，同時也點出了，社會發明了貨
幣這個制度性的機制來「解決」弔詭的問題。換句話說，我們不能像
經濟學一樣，天真地以為對稀少性的溝通自然就會發生，把它視為隨



xxii  社會之經濟 

機，而是要像通常的社會學智慧所教導的，了解到這背後涉及一個結
構化了的關聯，是所謂組織了的複雜性，必須去觀察、探究社會如何
「制度化」稀少性溝通的形式。 

從系統理論的觀點來看，財產與貨幣是迄今開展，並因而「解
除」稀少性弔詭最重要的兩個制度。它們之所以能起這樣的作用，是
因為它們運用擁有╱不擁有，以及支付╱不支付這樣的符碼，對經濟
的溝通(或運作)進行編碼。魯曼在此援引了在系統理論、複雜理論與
混沌理論中極為流行的分岔(bifurcation)的觀念，說明稀少性這個構
成性的弔詭，如何得以「在運作中」獲得解除(本書頁159-160，216

以後，284-285)。這不但是因為這樣的編碼方式以差異取代了統一，
阻止了原來的弔詭浮現，而且也是因為這樣的分岔可以不斷地銜接下
去，形成歷史與結構，以足夠複雜的開展讓人們遺忘原來的弔詭，以
致一般的觀察者只還會看到協調或分配的問題，看到不平等的問題，
而不再會對整個體制進行根本的質疑，沒有能力揭露它運作的可能性
條件，遑論設法加以鏟除。 

然而，財產與貨幣畢竟所有不同。貨幣雖然只是對財產的二度編
碼，卻帶來了天翻地覆的劇變——儘管這一開始並不為人所知覺——

，令經濟系統的穩定性原則從靜態切換到動態(本書第四章，頁52，
236以後)。在魯曼多元脈絡建構的觀點中，所謂的編碼就是二元編
碼，也就是令現實加倍。貨幣這個二度編碼不但創造出支付與不支付
兩種現實，同時也讓稀少性加倍了，在原有的財貨稀少性之外，還創
造出貨幣的稀少性，但卻能弔詭地藉此減少前者的稀少性。因為，藉
著從自然的稀少性到人為的稀少性的轉換，系統獲得了更大的自由度
與操弄空間，可以同時將稀少性視為必然的及偶連的，以偶連的稀少
性來引導自己。這其中的一個關鍵是，隨著貨幣的發明，人們現在是
用兩個較特定的機制取代原先具有多功能的單一機制，也就是在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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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財貨與勞務協助的轉讓之外，另外創造出貨幣的反向轉讓，以支付
能力與無支付能力的雙重循環取代財貨與勞務的單向流動。這個雙重
循環成功地開展了稀少性的弔詭，並因此成為經濟系統運作的動力所
在，而其最極致、最清楚的表現，便是銀行。銀行事實上是寄生在支
付能力與無支付能力、過剩與不足的統一這個弔詭上，也就是立基於
經濟系統自我指涉的弔詭。然而，也正是因此，它能夠以資本主義的
方式，讓無支付能力弔詭地變成支付能力，展開並解除經濟系統自我
指涉的弔詭。所以，一直要到銀行分化出來，經濟系統才算真正徹底
地分化出來。 

此外，從財產到貨幣的轉換，同時也帶來了不少負面的後果。貨
幣使得交換的社會性弱化了，以致原本是以財產來控制交換的情形，
會顛倒過來變成交換反過頭來控制了財產，出現馬克思《資本論》中
所謂商品循環到貨幣循環的轉變(本書頁228-229, 237, 291)，導致
「剝削」的問題。從視貨幣為象徵一般化溝通媒介的觀點出發，
Luhmann (1975a [1974]; 1976; 1981f[1974])提出了一套完整的一般
理論，不但看到貨幣象徵的一面、連結的一面，也看到它魔鬼的一
面、分離的一面，看到它取代了其他的象徵(本書第七章)，同時還有
能力跟其他領域的象徵一般化溝通媒介，像是愛、權力、真理或是影
響力等比較，從自我╱他我與體驗╱行動兩組區分出發，清楚地闡釋
它們之間的同與異(參見本書頁78注70所附的表)。例如真理雖然具有
說服力，但因為是從他我的體驗到自我的體驗這樣的選擇性傳遞，所
以表面上看不出有什麼強大的作用。然而，一旦它促使人們行動，就
像宗教信仰所可能造成的，就可具有巨大的影響力。相對地，權力之
所以有別於影響力，在於權力是受到他我的行動而非體驗所促動，背
後預設了一個負面的懲罰機制，一個雙方都想避免的局面。 

從這樣一套完整的類型學觀點出發，我們可以更清楚地掌握到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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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已引述過的使用貨幣的好處：當某人進行攫取時，其他人只是靜靜
地旁觀——因為他為此付了錢了。事實上，Weber(1980[1922]: 31, 

58)對經濟行動(Wirtschaften)的界定——「和平地使用處置的暴力」
(friedliche Ausübung von Verfügungsgewalt)——，視市場為彼此互相
對抗的鬥爭場域，但卻是個和平的衝突，貨幣是其中鬥爭的工具
(Kampfmittel)，就已經觸及這個問題了33。這彰顯出，對經濟的運作
及其秩序的形成來說，重要的是只能對交易加以體驗的第三者(本書
頁18，注18, 78, 304-305)，而不在交易的兩造，也就是如何讓未參與
交易的人也能平靜地接受這個交易，而不是進行搶奪，以確保自己未
來不致匱乏。這帶出的重要理論命題是，對社會學的研究來說，體驗
與行動一樣重要(Baecker, 2007a; 2008: 115)34。可惜的是，到目前為
止，新經濟社會學基本上只知道談行動，而沒有注意，也沒有能力處
理體驗的問題35。 

不只如此，一如其他的象徵一般化溝通媒介一樣，貨幣還是促成
經濟系統分化出來之貨真價實的「去鑲嵌╱重新鑲嵌」的機制。當貨

                                                        
33  受限於英譯的緣故，英語世界只會從「權力」來理解這個問題，像Smelser 

& Swedberg (1994: 5, 10)便曾觸及這個問題，但也只能把這理解為「權
力」，或是更清楚些地譯做「控制及處置的權力」(power of control and 
disposal)——雖然他們在括號中附了Verfügungsgewalt的原文。相對地，不
是透過英文理解韋伯的Callon (1998b: 3, 52, note 6)就清楚地維持了韋伯原
來「有形暴力」的意涵。 

34  此處無法深入討論魯曼關於行動╱體驗這組區分的觀點，意者請參見
Luhmann (1981c[1978]; 1984a: Chap. 4)及湯志傑(1992: 91ff.)。 

35  這其實是相當可惜的，因為作為新經濟社會學主要支柱的網絡分析對第三
者的問題其實是十分敏感的，它之所以能帶來許多超越傳統的洞見，正在
於它不再以二元關係來想像社會關係。又相對來說，宗教社會學對體驗的
問題就有相當清楚的知覺，很早便知道體驗的重要性，只是一直無法妥善
地解決此一難題，往往不是只能在圈內人╱圈外人這樣的區分上打轉，便
是又落回到「心理」的層面立論，而無法對體驗的社會面向做社會學的探
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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幣將立基於它的溝通從在地的局部脈絡中解脫出來，使這些溝通得以
跨越不確定的(indefinite)時空範圍的同時，它也重新將這些溝通結構
化、脈絡化，將其鑲嵌到經濟系統之中。而且，就是在這裡，系統理
論還是同時觀察到貨幣的兩面性。有別於隨著後現代及文化研究而流
行起來的觀念，系統理論認為任何的一般化都必然有個從局部脈絡抽
象出來的部分，但一般化並不會因為這樣的抽象就遁入到虛擬性的象
徵王國(Symbolreich der Virtualität)中。恰恰相反，一般化會帶著因為
重新鑲嵌而獲得的、新的世界脈絡的力量，而再度返回到原來的局部
脈絡中。也正是因此，它才會激發批判(Baecker, 2006b: 67f.)。所
以，魯曼的系統理論與帕深思的結構功能論絕不是一個版本，絕不如
一般想像地保守，而是也有「批判」與「啟蒙」的面向。只是，對魯
曼來說，批判之外，更要理解；甚至，理解才是批判的基礎36，就像
他把勞動看做寄生者，看做經濟系統既包含進來，又必須排除出去的
第三者，對資本╱勞動的區分做一歷史的及二階的觀察所顯示的(本
書第五章)。 

或是因為一向忽視體驗的問題，貨幣在新經濟社會學的研究和討
論中常是缺席的，但Zelizer(1989; 1994; 1996)卻是重要的例外。就像
Granovetter(1985)那篇里程碑的文章一樣，Zelizer的重要貢獻之一便
在於扭轉一些以往錯誤的刻板印象或不當理解，例如錢是種完全同質
的東西，必然跟市場有關，而且一旦介入個人關係的領域，必定會把
這些關係往工具理性的方向扭曲。Zelizer關於貨幣的文化意義，以及
支付與社會聯繫的關係等的討論，不但可以與系統理論對話，相當程
度上甚至可以豐富系統理論迄今探索亦屬有限的領域。只是，從系統

                                                        
36  用魯曼在本書(頁45)中的話來說，「社會學理論既不能過於批判，因為如

此一來將無法揭露任何的替代方案，也不能批判得太少，因為如此等於放
棄闡明我們與之一起生活的全社會系統的結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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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的觀點反過來看，要說她提出了一套關於貨幣的一般理論，恐怕
仍有段距離。系統理論者可以毫不遲疑地同意，Zelizer探討的各式各
樣的特殊貨幣有別於一般市場交換中的支付，不能把這逕自等同於一
般人理解下的市場交易。但就像前面關於禮物的討論所顯示的，這些
特殊貨幣同樣是開展稀少性弔詭的不同形式，仍然有其「經濟」的面
向。Zelizer本人一再強調指定用途和另做特殊標記(earmarking)這個
技術的重要性，正揭露了這一點，表明這些特殊貨幣固然有所謂另加
的文化或社會意義，但同時也還是個經濟的溝通。Zelizer的著作被歸
類為經濟社會學的研究，她自己後來也自認是位經濟社會學者，清楚
不過地證實了這些不同的通貨(currency)或特殊貨幣一樣是貨幣，一
樣有經濟溝通的一面37。 

必須再次強調，依系統理論的觀點，現代社會容許對同一個事
件、同一個溝通、同一個東西同時有許多不同的建構，因此與前現代
社會處於未分化的多功能狀態有著極大的不同，也因此才更有能力解
決，或至少是掩蓋看起來彼此矛盾或互相衝突的東西。社會生活中，
兩點之間最近的距離未必總是直線。如前面提及的，貨幣有其魔鬼的
一面，極易激起批判與抗拒。所以，假道於這些隱諱、曖昧、弔詭的
貨幣形式迂迴前進，有時反而更容易達成原來想達成的目的。Zelizer

未能在這樣的認知基礎上進一步揭露，這些種類繁多、往往被指定用
途的社會貨幣其實正好解除，並因此遮掩了它們仍然是經濟溝通的弔
詭，殊為可惜38。就像我在另一篇文章中提及的，Zelizer雖然已敏感

                                                        
37  比起來，在我們的文化中，雖然多少也有把小費、零用錢、紅包等私人

化，將它們與一般市場交易區隔開來的一面，但似不如Zelizer所述那麼敏
感而有爭議。或許值得進一步探究，這樣的差異是否跟我們和孔方兄打交
道的歷史遠較西方久遠有關？還是是跟長期運作中凝結出來的文化習性有
關？西方現在的情形仍跟Zelizer描述的20世紀之交一樣嗎？ 

38  Zelizer (1994: 210)本人對此其實有模糊的知覺，例如她問到難道貨幣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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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覺察到必須對領域分化的問題再做深入思考，但迄今的理解仍然不
夠深刻，其中一個重要原因便在於仍秉持一種互斥的、實體性的存有
論觀念(湯志傑，2009)，未能觀察到多元脈絡的建構，而這卻是系統
理論可以回饋給她的重要觀念突破。 

事實上，系統理論與身為新經濟社會學主流的網絡分析在根本的
理論出發點上，就大有彼此攻錯、借鏡的機會。從系統╱環境區分出
發的系統理論把焦點放在系統內外界限或邊界的維持上，以致有時對
所謂切換(switching)或跨界的問題不夠敏感，正可以與關注切換，視
網絡為母群(population)，界限意識相對較模糊的網絡理論互補
(Baecker, 2006b; 2006c; 2006d; 2007b; Fuchs, 2001; Reckwitz, 2004; 

White, 1992: 78f., 126ff.; 1995; White et al., 2007) 39。另外，就像
Baecker(2008: 117f.)這位在魯曼之後，系統理論從事經濟研究的主要
代表自承的，系統理論從經濟系統分化出來的觀點切入的長處是，有
能力闡明經濟系統的自主性，精確說明製造及再生產出此一自主性的
機制為何。從結合經濟的社會功能(對稀少性進行溝通)及其再生產的
運作(支付)這樣的觀點出發，系統理論創造了一套扎實的理論，能成
功連結貨幣理論、市場理論與社會理論，形構一套完整的經濟理論。
相對地，由於系統理論的入門門檻極高，因此難以吸引經驗研究者投
入，以致在充分結合理論與經驗研究上仍多有不足，而這毋寧正是系
統理論可以從有著豐富經驗研究成果累積的新經濟社會學取經之處。 

最後，我還想談一下自我指涉的問題。迄今為止，新經濟社會學

(續)                                                        
化與社會面向上的多樣性，終究只是個情感上自我欺騙的形式嗎？但立即
就否定這樣的說法。就像後面會討論到的，由於Zelizer跟多數社會學家一
樣，沒有正面面對弔詭的問題，所以無法在這一點上突破。 

39  不過，就像White也談到界限一樣，Luhmann (1986；本書頁58-59)其實也
有談到網絡，而且是以「遞迴網絡」來界定自我生產(autopoi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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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都還是在自變項╱依變項、經濟的╱經濟以外的因素，這種因果
思考模式下工作的。這樣的研究取徑有其不可否認的長處，對一般人
尤其有其強大的「科學」說服力，但問題是，這與實際上是自我指涉
的社會終究隔了一層，難免有隔靴搔癢的問題。就這點來說，Callon 

(1998a)及MacKenzie, Muniesa & Siu(2007)引入展演論的觀點，探究
經濟學、會計、市場行銷、法律等如何「做」、「構成」或說「實
踐」了經濟，開始把新經濟社會學的眼光引向自我指涉和反身性的問
題，是個重要的突破。不過，以個人有限的接觸來看，雖然作為此一
研究取向理論基礎的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Network Theory)看來
應清楚地意識到自我指涉、反身與遞迴的問題，但目前經濟方面的相
關研究，似乎尚未能把這樣的觀點貫徹到整個研究中，堅持從社會最
基本的運作(或說構成元素)便具備自我指涉的性質，以及社會過程必
定是自我指涉、遞迴的出發。同樣地，雖然在法國學者如Bourdieu等
的影響下，Swedberg(2003: 297ff.)也開始注意並討論起反身性的問
題，但只探討了自我指涉中較狹、較特定的一部分，基本上只處理了
知識社會學的問題，追問如網絡分析是否是新自由主義的共謀，而不
及知識論及存有論的反省。 

相對來說，魯曼在這個問題上的探討就廣得多，也深得多。例
如，魯曼在本書(頁86以後，166以後)中談到了所謂的反省理論
(Reflexions-theorie)，也就是經濟系統對自己進行反省的理論，係它
自己發展出來的自我觀察與描述的形式，一定程度上可以與
Callon(1998a)等人，把市場鑲嵌於經濟學之中的取徑比較。同樣從
自我觀察與描述的觀念出發，Luhmann(1982d[1973]; 1987b; 1987c; 

1997a: Chap. 5; 2001 [1986])還談到過社會的自我論題化 (self-

thematization)，描述並解釋了「(市民)社會」語意的出現，市民社會
及商業社會的語意如何在描述經濟日益增長的自主性的同時，促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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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的分化出來和政治與經濟的分化，以及為何到現代的轉型會被呈
現、理解為從政治的優位性轉換到經濟的優位性，事實上真正形成的
卻是到功能分化的社會結構轉型，功能分化多元脈絡建構的講法，才
是足以因應現代社會複雜性的自我描述(湯志傑，2004a: 145ff.)。 

此外，Luhmann(1970d[1966])還研究了將自己應用到自己身上
的反身性機制，指出它們是現代文明的產物與條件。反身性的機制之
所以在現代功能分化社會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原因之一即在於它
們純是過程取向，因此有助於從小系統中建立起大系統，有助於功能
系統的分化及穩定。但反過來，功能分化與專殊化則是它們得以形成
的前提。 

事實上，Luhmann(1984a: 600ff.)清楚區分了三個自我指涉的層
次：基礎的自我指涉(元素)、反身性(過程、反身性的機制)，以及反
省(系統)。所謂基礎的自我指涉是指，元素必定會以遞迴的方式指到
同一個系統的元素。必須特別強調的是，這不只是往後，以已發生
的、過去的元素為參照而已，而是也可以往前，以預期會發生的、未
來的元素為取向的依據。這可以說是系統運作的動力之所在，一定意
義上最為根本，卻也是最常被忽略的自我指涉。相應於這個特質，自
我指涉的系統必定是個運作上封閉的、自我生產的系統，而且它的構
成元素必定是徹底時間化了的元素，也就是一出現就又消失了的事件
——不論這是溝通、意識、神經脈衝還是生化反應。 

所以，魯曼主張並強調，經濟系統並非由實體——不論這是人、
交易、貨幣還是其他任何什麼東西——組成的，而是只由作為事件的
支付組成(本書頁36)。同時，我們不能把經濟系統只當作個客體
(object)來觀察 40，而必須視之為會自己觀察自己的系統(本書頁

                                                        
40  事實上，所謂的客體在系統理論看來，不過是遞迴的認知運作中凝結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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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有別於輸入便決定了產出為何的情形，經濟這個自我指涉、會
自我觀察的系統——一如所有的社會系統——，是所謂非恆定的機
器、歷史的機器，它的產出不只由輸入決定，系統當下的狀態，尤其
是系統當下的觀察同樣扮演重要角色。相應地，要駕馭這樣的系統只
能透過自我駕馭41，而它所能做的，不過也就是把自己對於處境的回
應又再次建入到同一個處境之中(本書頁29、第十章)。又在藉觀察指
引運作時，認同與歷史的建構是重要的指引工具。不過，自我觀察與
描述必然是個簡化，其中必定蘊涵著風險，這也就意味著未來有改變
的可能，只是始終是個路徑依賴的改變——不只是認同，就是歷史，
也會隨著認同的改變而改寫，一如新經濟社會學本身的歷史書寫所顯
示的(湯志傑，2009)。 

從這樣的觀點出發，魯曼採取與經濟學相同的立場，認為價格
(本書第一章)是經濟系統的一個訊息機制，人們可以藉此觀察其他人
如何觀察市場，以及根據價格的變動來辨識發展的趨勢。此外，由此
出發，魯曼還能進一步說明經濟系統的反身性機制與循環的結構。例
如，現代貨幣經濟是以貨幣的價格，也就是處於更高反身性層次的不
穩定，來控制商品價格的不穩定。藉著支付、價格、貨幣、作為二階
觀察機制的市場等環環相扣的概念，魯曼詳細地描述了自我指涉的經
濟系統究竟是如何運作的。 

在此必須特別澄清的是，遞迴(recursive)不只是不斷往前、往後
參照而已，更重要的是，遞迴蘊涵了自己(系統或元素)同時既是運作

(續)                                                        
的固有值罷了(von Foerster, 1984[1976])。 

41  值得補充的是，相應於把心理系統也看成一個自我生產的系統，因此魯曼
主張，所謂的社會化只能是自我社會化，也就是只能由習慣上所謂被教
育、被社會化的個體自行為之，自己來駕馭其學習。這或不算特別新的洞
見，但如果人們認真對待這個觀念的話，毋寧會得出跟傳統面對教育問題
時極不一樣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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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施為者(operator)，又是運作所加諸的被施為者(operand)這樣的自
我指涉，就像an = 1/2 × an-1 + 1這個數學式所表明的。這會帶來知識
論上必須嚴肅面對的後果，也就是單向、線性的因果觀念(如自變項
╱依變項、經濟╱非經濟因素這樣的變項式因果思式)所無法掌握的
「循環的因果性」的問題42：例如持線性因果觀的新經濟社會學將很
難理解，為何它本身發展的歷史起點竟是由後來的歷史書寫所決定，
並且一變再變(湯志傑，2009)。從系統理論的觀點來看，我們不只要
認識到所謂的因果其實預設了一定的前提，不過是某個觀察者運用了
特定的因果區分來觀察，並且因為認為此一區分能在時間中維持而認
定其中有因果，更要認知到社會的現實其實是自我指涉的、充滿循環
的因果性，從而就是對自己來說也是不可預測的，而不是個不需考慮
其他脈絡的、決定論式的線性現實(Heylighen, 1989; Luhmann, 1982e; 

1995c)43。功能論的長處之一正在於從問題╱問題解決的區分出發，
把一般視為不變的因果關係變成偶連的，藉著揭露彼此可互相替代的
功能對等項，指出多重因果的可能(Luhmann, 1970a[1962]; 1970c 

[1964]；湯志傑，1992: 56ff.)。 

關於這個嚴肅的知識論的，同時也是存有論的問題——研究對象
自己會觀察自己、會不斷地改變！——新經濟社會學迄今未曾賦予足
夠的注意。因此，在這點上，魯曼以自我指涉為出發點，嚴格且一貫
地將這樣的思路貫徹到所有的思考與主張中的系統理論，大有可供新
經濟社會學參考之處。根據這樣的想法，Luhmann(1984a: 19, Chap. 

                                                        
42  必須特別指出的是，就瞬息即逝的事件這個層次來說，是無所謂循環的因

果性可言的。循環的因果性預設了系統，或至少是結構的形成(Luhmann, 
1984: 608)。 

43  必須澄清的是，這不表示系統理論認為一定不要談、不能談因果，而是指
出一個知識論上必要的反省與警覺：不要太過自以為是地談因果，渾然忘
了自己觀察的盲點，以致在現實中造成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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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強調，所謂的「普遍理論」，其判準不在放諸四海而皆準，可以
應用到一切(包括未來)的東西上，而在於能滿足把自己及其對立面也
包含到自身之中這樣的普遍論宣稱，滿足把同一套理論也應用到自己
身上這樣的要求。就社會學來說，尤其是要看到自己也是自己研究的
對象，也就是社會的一部分。 

最後，這種嚴肅面對自我指涉的取徑甚至會帶來一定的倫理學意
涵——雖然魯曼本人盡量避免觸及這樣的問題，但我認為不妨參考其
他人的觀點加以補充。根據系統理論的看法，部分其實比整體有反省
能力，唯有當身為對象一部分的觀察者對整體做出區分後——至少是
把自己與整體區分開來，整體才變得是可觀察的，就像社會之所以是
可觀察、可描述的，絕不是整個社會對自己做觀察、描述，而必然只
是它的一分子，如社會學，在對它做觀察與描述而已。這同時也就意
涵了，各個部分對於整體的建構很可能是不同的建構，the same is 

different！由於這些都是社會的自我觀察，所以會有找不到客觀判準
可供作為憑判依據的問題。習於既有存有論觀點及線性因果思考的社
會學家，或許會對此感到驚慌失措，乃至擔憂陷入無政府的失序狀
態。事實上，就像前面多少也已點出的，系統在偶連的運作中還是會
結晶出相對穩定的固有值作為指引的取向，不必太過憂慮因為自我指
涉就會陷入混沌、動亂。事實上，唯有差異才能製造出訊息，唯有不
同的觀點，才能帶來觀察的深度(Bateson, 2003[1979]: Chap. 3)。所
以，秉持對自我指涉的認知而來的消極倫理命題是，我們在知識論上
必須不斷地自我提醒，所有的自我觀察都是種簡化，因此不宜過度執
著自己的觀察在科學上的「客觀性」，認定係唯一的「真相」，以免
無意間因為太過專斷反而造成災難或迫害，因為自我觀察與描述是會
反過頭來對系統實際的運作產生作用的。不只如此，就積極一面來
說，更必須像對納粹迫害有一手觀察、對自認「客觀」的科學可能造



中譯導讀 將《社會之經濟》鑲嵌到「新經濟社會學」  xxxiii 

成的危害深有體會的von Foerster(von Foerster & Pörksen, 2004: 36，
轉引自Herting & Stein, 2007: 4)所說的，「總是以能增長自由度的方
式來行動」，盡量揭露其他可供選擇的可能性——Luhmann(1970e 

[1967])所謂的「社會學的啟蒙」。從倫理的標準來看，唯有這樣的
自我描述才稱得上是夠格的、好的自我描述。這無疑是值得追求，且
仍有待大家共同努力的目標。 

二、系統理論一般概念與進路的介紹 

為了幫助讀者能正確掌握本書的論點，有必要在此簡略介紹一下
書中未及詳論的系統理論的一些基本立場與觀點 44。首先要澄清的
是，雖然以系統理論為名，但魯曼的理論實際上是由系統理論、演化
理論，及溝通理論三個支柱共同構成(Luhmann, 1982b: Chap. 11；湯
志傑，1998a)，而且魯曼雖以系統理論知名，但首先是位社會學家，
尤其是致力於(以整個社會為探究對象的)社會理論(Gesellschafts-

theorie)的社會學家，以追求所謂反省過了的自我學(reflektierte 

Autologie)為目的(Luhmann, 1971b[1969]; 1997a: 1128ff.)。相信前面
關於貨幣和稀少性的討論，已清楚彰顯出溝通理論，尤其是溝通媒介
的理論在魯曼整個理論中的重要性45。同樣地，像系統分化形式及所

                                                        
44  關於魯曼理論的一般簡介及評價，就可及的英文文獻來說，可參考Baecker 

(1999a)及Bechmann & Stehr (2002)在魯曼過世之後的悼念之作。King & 
Schütz (2004)從理解魯曼的障礙入手，也值得一看。另以書來說，Rasch 
(2000)及Moeller (2006)也都有些參考的價值。 

45  要補充的是，在Luhmann(1997a: 202ff.)那裡，溝通媒介還分為傳播媒介及
成功媒介。前者指能擴大溝通接收者範圍的媒介，如語言、文字、印刷
術、電子媒體等。至於成功媒介就是象徵一般化的溝通媒介，如貨幣、權
力、影響力等，其作用在提高溝通被接受的機率，因此有助於促成功能系
統分化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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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鑲嵌形式改變的問題，不只要訴諸系統理論，同樣也需要藉助演化
理論的觀點加以闡明，才能說清楚為何原本發生機率很低的事物竟會
變成常態而穩定下來。 

其次，對Luhmann(1982b: 238ff.)來說，必須同時兼顧(對整體
的)功能╱(對其他次系統的)成效╱(對自己的)反省這三個系統指涉。
而且，有別於習見的誤解，魯曼不認為光靠功能便足以令功能系統分
化出來(本書頁156)，分化的模式更不是像帕深思的AGIL模式，固定
只能有這樣的四分。雖然魯曼認為一般而言象徵一般化的溝通媒介有
助於功能系統分化出來，但他毋寧是在觀察經驗現實的基礎上立論，
把象徵一般化溝通媒介的形成與作用扣連到雙重偶連性這個根本的秩
序問題，建構出一套嚴謹的理論(Stäheli, 2000)。另外就像前面已觸
及的，對魯曼來說，功能無非是問題及問題解決這樣的一組關係，因
此作為基本參照的問題(Bezugsproblem)就很重要(本書頁75)。例
如，按經濟學的標準看法，經濟的功能便在於預先解決未來需要滿足
的問題，以系統理論改寫過的更精確的版本則是，如何將為了確保未
來而預做的準備與現在的分配銜接起來(本書頁72)，或是如何分配未
來的確定性(本書頁80)。 

第三，就社會系統來說，Luhmann(1975b; 1982b: Chap. 4)區分了
互動╱組織╱社會三個層次。互動以在場與否為界，組織則是以(可自
由選擇的)成員身分為界限，社會的界限則在於是否是溝通。就像前
面已觸及的，必須注意這些層次間的分化在不同的社會形態間不盡相
同。例如在無文字的部落社會或分支分化中，互動與社會基本上還難
以清楚分化開來。至於組織，一定意義上是現代的發明，同時也在現
代社會中扮有特別重要的角色，因為功能系統一來不具行動能力，二
來實際上做不到對所有的人進行涵括的要求，常必須藉助組織來解
決、處理相關的問題。也因此，組織與決策也是魯曼長期關注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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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本書第八、九章)。 

必須指出的是，跟一般既視社會為最廣的概念，同時又視它為與
政治、經濟等並列的一個領域一樣，在魯曼那裡，社會也是個雙義的
概念。不過，同樣是雙義，魯曼卻是以極為不同的方式來開展。就像
系統理論常說的，區分終不免有弔詭，問題在於看它把弔詭藏到那裡
或是如何開展，而這的確是有差別的。有別於習見的以人或地域來界
定整體社會的概念，對魯曼來說，溝通╱非溝通才是界定社會的界限
所在，因此相對於社會的不是一般理解的其他社會，而是心理系統或
生理系統等其他不同類型的系統，如此才能真正貫徹以社會作為廣含
的整體的想法，而現代社會相應地只能是個世界社會，只有一個世界
社會(Luhmann, 1970g[1968]; 1982a; 1997b)。同時，有別於政治╱經
濟╱社會或國家╱社會這樣的領域劃分觀念，魯曼是以社會╱組織╱互
動的層次區分來開展，並且是把這樣的層次關係視為一層包一層的涵
括的階序。採取這樣的進路，魯曼不但可以比較好地解開弔詭，而且
還可以看到多重建構的可能，此所以他會一反社會學的傳統智慧而主
張說「部分之和大於整體」(Luhmann, 1982b: 238)。 

第四，多重建構的複數現實的主張，清楚宣告了Luhmann 

(1990c: 280)是採取所謂「後存有論」的進路，以差異而非同一
(identity)為取向(Clam, 2000; 2002)。前面談到的功能╱成效╱反省三
個不同的系統指涉其實便已暗示了，同一件事對不同的系統來說，意
義是不一樣的，是不一樣的現實。所以，魯曼不是遵循傳統實體切割
的模式，從整體╱部分的區分出發，認為系統 + 環境 = 世界，而是主
張系統╱環境  = 世界 46。對正確理解Luhmann(1997a: 60, 76f.; 

                                                        
46  如果讀者理解上有困難，不妨先用前面那個加法的等式來想像。要提醒注

意的是，環境同時還有內環境(Innenumwelt, innere Umwelt)與外環境
(Außenumwelt, äußere Umwelt)之別。以市場作為經濟系統的內環境來說，



xxxvi  社會之經濟 

Bechmann & Stehr, 2002: 69f.)的理論來說，最為關鍵之處便在下述的
觀念轉換：不再把系統理解為客體，而是理解為區分(系統╱環境的
區分)(亦見本書頁6)，而且不是把這理解為既存事物間的區別，而是
要回溯到究竟是哪個觀察者做出此一區分，因為若非先做出某個區
分，將無法指稱、無法觀察。相應地，系統╱環境之間的界限不是條
空間的界限，而必須從運作的角度來理解，把它看做是系統運作的具
體化。換句話說，系統的每個運作都一再重複了系統╱環境的區分，
而這正是Luhmann(1988; 1994: 478, 480; 2006[1996]: Chap. 1, 11 & 

12)運作建構論的立場：唯有透過運作，現實才會形成，而且現實也
只存在於運作之中47。 

第五，正面且嚴肅地對待時間的問題，是魯曼所以會及所以能走
向「後存有論」轉向的一個關鍵。追隨Whitehead(1978[1929])「過
程就是實在，實在就是過程」的觀念，Luhmann(1984a)堅持以沒有
綿延、一瞬即逝的事件為動態的自我指涉系統最基本的元素(本書頁
21-22)。從這樣一種徹底時間化的觀念出發，配合上運作這個超越元
素╱關係的靜態區分，「以選擇性的關係化作為基本的元素」
(Luhmann, 1997a, 139, note 181)的概念，魯曼能夠真正貫徹一種關係

(續)                                                        
這既是相對經濟系統作為整個系統來說，也是相對於經濟系統內的次系統
來說。至於經濟系統的innergesellschaftliche Umwelt，指經濟系統在社會內
部的環境、全社會之內的環境或說社會所給予的環境，這等於經濟系統的
(全)社會環境(gesellschaftliche Umwelt des Wirtschaftssystems)，即扣掉經
濟系統的社會，包括政治、宗教等系統以及——切不可忽略的——其他無
法納入功能系統的東西。至於像心理與自然，則都只是社會的外環境，自
然也是經濟系統的外環境。 

47  必須特別強調與澄清的是，Luhmann(2006[1996]: 35, note 7)的運作建構論
有別於所謂的「徹底建構論」(例如Schmidt, 1987)，因為他認為「徹底建
構論」所謂的「徹底」兩字，是邏輯上不可能的位置。另外，Luhmann 
(1990e: 37)並未否認現實或實在，而只是將之「去存有化」 (de-
ontologisi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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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的取向，不但足以與行動者─網絡理論或以Bourdieu為代表的實做
或實踐的轉向(the practice turn，另見Schatzki, Knorr Cetina & von 

Savigny, 2001)相較，甚至還可超乎其上。 

第六，魯曼的系統理論之所以能超越傳統和同儕，關鍵之一正在
於他一貫地以時間、偶連性及弔詭為理論的出發點。傳統上，社會學
多援引自然科學通則性的知識模型，認為一次性的事件無法帶來知識
所以不值得研究，唯有反覆發生或規律的結構現象，才是必須探究的
對象。雖然隨著時代以及知識氣氛的轉變，本是追求「本質」的現代
科學(社會科學尤然)已日益跳脫本質主義的陷阱，向偶連性轉向
(Fuchs, 2001)48，而且時間也受到愈來愈多的注意，但是弔詭，尤其
是自我指涉的弔詭，在社會學中卻始終還是被忽視。 

其實古典社會理論對此並非毫無知覺，像前引韋伯「和平的暴
力」的說法，便是一個顯例。只是，受限於傳統的認識論，古典大師
還是把弔詭和套套邏輯看做是不可能及無意義的陳述，因此往往只能
把弔詭表述成像Simmel一再觸及的曖昧、矛盾或模糊 (ambiv-

alence)，而無法接受以弔詭作為科學研究、獲得知識的起點
(Baecker, 2006b: 24)49。有別於此，正像本書藉分析稀少性的弔詭所
揭示的，魯曼認為弔詭對系統來說是構成性的，是系統運作所需。要
能正確掌握到現實、掌握到自我指涉系統的運作，不但要超越傳統避
弔詭與自我指涉唯恐不及、從主體╱客體區分出發的知識論框架，同
樣也要跳出傳統存有論的框架。以稀少性這個魯曼所謂的偶連性公式
為例，便既顯得是必然的(對藉此公式來觀察及結構化自己的系統而

                                                        
48  關於偶連性作為現代的語意以及與現代性的關係，進一步可參見

Makropoulos (1997; 2004)。 
49  像Callon (1998b: 39)一樣還是只能援引Simmel，談及一種不可化約的模糊

或曖昧(irreducible ambivalence)而已。 



xxxviii  社會之經濟 

言)，又顯得是偶連的(對看穿此類公式的功能，因而能追問其功能對
等項的觀察者來說)(本書頁230)。雖然是同一個對象，卻可具備兩種
截然不同的性質，是傳統知識論及存有論所無法掌握，至少是無法接
受的，而這卻正是系統理論嚴謹的理論思辨所能帶給我們的洞見。 

第七，魯曼之所以不會像傳統哲學一樣被自我指涉和弔詭的問題
卡住，在於魯曼不是以哲學的思辨方式，不是訴諸先驗，而是以
Quine(1969)所謂「自然化的」認識論，以社會學的方式，藉著引入
時間以及觀察弔詭在現實運作中的開展來解決弔詭的問題，也就是把
弔詭的哲學問題當作社會系統中運作的問題來觀察(González-Díaz, 

2004; Thyssen, 2004)。所以，如前面已引述的，Luhmann(1995b: 42)

會說，「弔詭並不會就阻止了系統的運作，相反地，弔詭正是系統運
作的可能性條件，因為運作的自我生產需要持續具有不同運作的現實
性，需要實現不同的可能性。」 

第八，相應於從事件、從偶連性出發，魯曼對於結構也有前人所
未見的獨特洞見，一定程度上揚棄了結構╱施為這個Giddens(1979)所
謂社會學的核心問題。概略來說，魯曼是以結構╱事件、運作╱觀
察、自我指涉╱異己指涉、社會系統╱心理系統……等多組區分來取
代及開展結構╱施為的區分(Tang, 2007; 湯志傑，2007: 85ff.)，因而
能一方面堅持從偶連性與事件出發，另方面不但一樣能談結構，而且
還能邏輯一貫且具說服力地談結構。有別於視結構為規則、規律或反
覆出現的現象，Luhmann(1984a: Chap. 8, 1987d[1980]: Chap. 2)主張
結構始終是指期望，而且是指作為社會的意義形式，而不是內在心理
過程的期望，是在事件的遞迴運作中形成的、相對穩定，卻又可以改
變且不斷改變的意義形式。相應於事件一出現就又消失，對系統的運
作、對事件的銜接來說是必要的結構，也總是只在當下存在，唯有當
結構被使用了，當當下的運作或是證成或是修正了結構，結構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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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換句話說，我們必須從現實性╱潛在性這個區分——在Luhmann 

(1984a: Chap. 2)看來，這是意義所使用的根本區分——出發，認識
到結構並非始終存在，而是只有在運作之中，在運作的再生產中存
在；但同時結構又始終是個「潛在的」存在，是邏輯上而非時間上或
存有上的「先在」，因此能夠以外於事件序列的方式，「先在地」對
將發生的事件和運作產生影響。 

自Parsons從雙重偶連性的問題切入，提出互補期望的概念以
來，社會學家對期望的概念並不陌生，一定程度上甚至早認識到期望
的重要性——在象徵互動論的傳統中尤其如此。就是Granovetter 

(1990: 99)也清楚地了解到，工人及監督者如何互動，很大程度上受
他們互動的歷史，及其產生的「相互期望」所決定。另外像Nee & 

Ingram (1998: 25)也援引Homans交換論的傳統，認為交換會建立起相
互的期望，一種最初並未明白說出的相互理解，而社會秩序便是不斷
重複的社會互動的副產品。儘管如此，迄今似乎仍只有魯曼視期望為
結構概念的核心與關鍵，將之一般化與理論化 50。而唯有踏出這一
步，才有解決行為與(期望)結構落差的問題，真正貫徹一種非本質主
義的立場。 

就像前面在討論運作的概念時已指出的，魯曼是從「選擇性的關
係化」這個徹底關係論的立場出發，不論是所謂的事件、社會關係或
結構，都不能將之物化，視為客觀、恆定、外在或先在。結構毋寧是
關係之間的關係，就它作為模式來說固然相對穩定，因此會給人規律
和反覆發生的印象，但一樣是事件遞迴的再生產的產物，是系統運作
不斷往前和往後參照，且作用於自己身上的產物，不但可以改變，而

                                                        
50  相較來說，經過「認知轉向」的制度論雖然對期望有可與魯曼比擬的了解

(Hall & Taylor, 1996)，但由於始終還是把結構視為更大、更遠、更外在的
東西，不曾把制度理解為結構，所以仍然無法掌握到結構與期望的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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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可以突然劇烈改變。 

此外，事件(及施為)與結構分屬不同的實在層次，不可混為一
談，或把結構視為事件或行動的累積。事結與結構之間的關係是個相
互循環建構的關係，就像個交互纏繞的莫比斯帶(the Möbius Band)一
樣。結構唯有透過事件才得以建立與改變，但反過來，結構卻也駕馭
了事件的銜接。 

第九，如本文已一再強調的，社會現實是個自我指涉的過程。要
解決因著自我指涉而來的難題，Luhmann (1978b: 417; 1980; 1990c: 

76ff., 92f., 278ff., 514; 1993: 51, 506；本書頁70)不再是訴諸主體╱客體
這樣的區分，而是以運作╱觀察、自我指涉╱異己指涉等區分來取
代。雖然就觀察也是個運作來說，運作╱觀察這樣的區分仍不免陷入
弔詭，但因為以自我指涉來解除因著自我指涉而來的套套邏輯必然會
失敗，所以藉著繞道這樣的區分來開展弔詭，有其必要。藉著引入時
間，系統理論能比傳統的認識論更好地解釋運作與觀察，以及認知與
現實之間的循環關係，不只能夠把既無法只歸於系統，也無法歸於環
境之系統的統一，當作在無法加以觀察的運作之執行中產生的結果，
而且也能把客觀性與現實清楚地區別開來，不會像傳統認識論一樣誤
以為觀察的合致(所謂的客觀性)便保障了對象的現實性。 

第十，跟前面自我指涉系統配套的想法是自我生產(autopoiesis)

的概念。依此，所有在系統中能夠作為一個單位起作用的東西，統統
都是系統自身的成就(本書頁54)。Luhmann(1984a: Chap. 3, 4)堅持以
溝通為社會的基本元素，不但自始就從系統的層次，從社會系統這個
新的系統層次的茁生來掌握社會性，同時還徹底地貫徹建構論的想
法，認為唯有當一般所謂的訊息接收者以訊息╱告知這組差異來進行
理解，也就是進行觀察與建構時，溝通才告出現。他分析指出，在雙
重偶連性問題的催化下，任何的偶然都很容易被轉化為建立結構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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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性，從而促成了原本發生機率很低的社會系統與秩序形成。比起以
個人、(朝向他人的)行動或社會關係為社會的最終元素，系統理論不
但更好地關照到社會性的問題，也能更好地解釋社會秩序的形成
(Tang, 2007; 湯志傑，1992)。 

必須澄清的是，魯曼所謂的茁生有別於傳統「總體大於部分之
和」的茁生觀念，尤其有別於經濟學從個體主義出發的茁生觀念，認
為茁生的社會性質或集體現象必須回歸到個體來解釋 (Sawyer, 

2002)。就如自我生產概念所明示的，Luhmann(1984a: 43; 1997a: 

134f., 413)採取的是「『由上往下』的構成」的看法，而不是「『由
下往上』的茁生」。為了避免誤解，他一度說茁生比較像有助於解釋
的比喻，而不是個本身能提出一套充分解釋的嚴謹概念。就茁生這個
比喻來說，魯曼取的是較高層次的系統以較低層次的系統(如社會系
統以心理系統)為基礎(因此承認物質及因果的連續性)51，但不同層
次的系統間是斷裂、不連續，也就是運作上完全不相及，各自運用全
然不同類型的元素這樣的意象。就如前面已提及的，在魯曼看來，人
或心理系統是社會的環境，必須以相互滲透的概念來掌握兩者間的關
係。 

十一，魯曼的一些基本看法深受George Spencer Brown(1969)

《形式的法則》一書所影響52。據此，任何的指稱，以及相應地任何

                                                        
51  Luhmann (2002: 267)甚至一度表示，自我生產的概念「強迫」人們在強調

運作封閉的同時，必須以因果上的開放來做「補償」，而心理系統與社會
系統之間的關係尤其如此。就這點來說，Elder-Vass (2007)並未能正確掌
握到Luhmann的「茁生」觀點，乃至做出以Roy Bhaskar，及Margaret Archer
為代表的批判實在論較系統理論為佳的論斷。在我看來，後者仍深陷存有
論的泥淖，而且並未真正正視——遑論解決——自我指涉的問題。 

52  對此，中文方面可參考Luhmann (2005[1992]: 109ff.)的精簡討論，英文方
面可參考Luhmann (1992c; 1994b; 1995b)和從Luhmann (1991b)節譯，但後
面甚為關鍵的部分並未被譯出的Luhmann (1990)等相關論著，以及Baec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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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都以先做出一個區分為基礎，而這整個具有兩邊的區分被看做
一個形式。其中未被指稱的一邊，稱作「未標記的空間」53。而任何
的區分，任何的觀察，都會有盲點，因為區分或觀察這個運作本身，
以及做出這個區分的觀察者本身，必然無法在這同一個運作中被觀察
到。此外，如具有兩邊的形式概念已暗示的，任何的指稱或觀察必然
以「未標記」的一邊為支撐，是建立在所謂「未寫出的跨越」這個脈
絡的基礎上。從這樣的觀點出發，系統理論一樣可以看到Callon 

(1998b)提出的framing/overflowing這一組關係54，以及現代經濟看似
萬物皆可購買，其實係建立在某些東西不可購買的基礎上(本書頁
288-289)。正由於任何的區分和觀察必然會有盲點，所以
Luhmann(1997a: 1121)強調要以運作的潛在性(operative latency)取代
結構的潛在性，以區分或差異的推移揭露盲點，令必然的潛在性變成
是偶連的，達成社會學啟蒙的目的。 

此外，區分會「再進入」到被區分開的其中一邊之中，這會造成
同一個東西但又有所不同的弔詭，像經濟系統就既是系統又是內環
境。要解開這一個無法決定的弔詭，必須藉著引入時間，看到它在兩
者間擺盪，以致可以在特定的時點或相對特定的系統指涉或觀察者來
說，確認它是處於什麼狀況。所謂的系統分化基本上便是這樣一種再
進入，因此必須從多元脈絡、多值邏輯及多重的世界建構的角度來掌
握。 

(續)                                                        
(1999b), Kauffman (1987), Schiltz (2007), Spencer Brown (1993), Varela 
(1975)等的進一步討論。 

53  魯曼有時會把這個術語與「未標記的狀態」混用，後來才因應評論的指正
而做出進一步區分，以「未標記的狀態」指尚未做出任何區分之前的世
界，「未標記的空間」則是做出區分後，未被指稱的一邊(Luhmann, 
2000a[1995]: 326f., note 63)。 

54  對此的討論見湯志傑(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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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書在魯曼著作中的位置、學界的反應及值得
注意的新發展 

Luhmann (1958)正式發表的第一篇學術論著〈行政科學中的功
能概念〉，發表於他仍擔任行政官僚的期間55。該篇論文雖然跟他的
現職有密切的關聯，是篇關於行政學方面的文章，卻已清楚表明他濃
厚的學術與理論興趣。可以說，魯曼一開始便是以檢討功能的概念起
家。從Luhmann(1960)的第二篇論文〈行政管理能夠以經濟的方式行
動嗎？〉來看，可以推測說他很早便對經濟的議題感興趣，只是這篇
論文的主要取向毋寧還是組織與行政管理方面。1964年發表的教授資
格論文(Luhmann, 1964)，除了反映他早年的經歷，也再次證明組織
社會學可謂他最早的看家本領56。如新經濟社會學的歷史所呈現的，
組織社會學在後來的發展中往往與經濟社會學合流(湯志傑，2009)，
而Luhmann(1966)很早就注意到組織社會學對經濟社會學及實際企業
經營管理可能有的貢獻。 

表面上看，魯曼早期的研究多著重在組織與法律方面，反映其法
學訓練及行政官僚的出身。但就如他的第一篇文章已顯示的，在這背
後實已隱藏著深刻的理論關懷。早在取得博士頭銜，獲得學界的入場
券，正式擔任大學教授，開展其學界生涯前，Luhmann (1970a 

[1962]; 1970b[1962])便已經發表過〈功能與因果〉57、〈真理與意

                                                        
55  關於魯曼的生平，見本書後附的年表或湯志傑(1998a)的簡介。 
56  Luhmann (2000d)過世後才出版的《組織與決策》，是他關於組織研究的

代表作。就魯曼區分的社會、組織、互動三個系統層次來說，魯曼唯獨欠
缺研究互動系統的專書。魯曼的關門弟子Kieserling (1999)專攻互動的研
究，多少可看做在彌補這個缺憾。 

57  魯曼便因這篇文章與Helmut Schelsky結緣，後來便從原先任職的Speyer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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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形態〉兩篇文章，接著還發表了〈功能方法與系統理論〉、〈目
的、支配、系統〉(Luhmann, 1970c[1964]; 1971a[1964])等文章，清
楚顯現出魯曼很早便有投入社會學理論建構的志向，而且一開始便是
採取功能—系統論，而不是結構—功能論的取向，強調功能作為一種
比較的觀點和視野。 

1967年，Luhmann (1970e[1967]; 1970f[1967])憑著〈社會學的
啟蒙〉的就職演說，以及〈社會學作為社會系統的理論〉的系統理論
宣言開始嶄露頭角，引發注意。接下來，Luhmann(1971b[1969]；英
譯1987f)於第十六屆德國社會學會大會發表的〈作為總體社會分析形
式的現代系統理論〉一文，更引起批判理論陣營的注意，促使哈伯瑪
斯出面邀請魯曼至法蘭克福授課、演講，與之辯論。雖然作為雙方辯
論成果的《社會理論還是社會工程學？》系列書籍(Habermas & 

Luhmann, 1971; Maciejewski, 1973; 1974)，在標題上一面倒地偏向法
蘭克福學派的觀點，卻也令魯曼聲譽鵲起，從此成為德國學術界必然
關注的對象58。 

1970年，魯曼正式推出《社會學的啟蒙》論文集。這個最初的版
本並無第一冊的字樣，可見並非長期規劃的產品。這本魯曼早期的代

(續)                                                        
政高校(1962-1965)轉到Münster，追隨Schelsky。在Schelsky的指導下，魯曼
在僅僅相隔五個月的情況下，分別交出博士論及及教授資格論文(1966年)。
據他所述，大約要到這個時候，他才正式下定決心踏入社會學界。他一開始
任職於Münster大學Schelsky主持下的Sozialforschungsstelle (1965-1968)，後
來更追隨Schelsky，轉而任職於自1965年由Schelsky開始籌建，1969年正式
創設的Bielefeld大學社會學院任職，一直到1993年退休為止。 

58  Luhmann (1987e: 125f.)在訪談中便表示，就其理論的繼受來說，必須區分
兩個階段。早期，也就是1960年代末，主要是覺得批判理論的觀念基礎相
對過於簡單的左派知識分子被吸引。這反映在像Gunther Teubner及Helmut 
Willke這些主要是私淑，而非在其直接指導下取得學位的學者身上。他們
早期便曾嘗試結合系統理論與法蘭克福學派的觀點，Teubner後來更致力於
結合系統理論與解構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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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作雖然也收錄了一篇關於經濟的文章〈作為社會系統的經濟〉
(Luhmann, 1970h; 英譯1982b: Chap. 9)，但相較書中其他論文多係已
發表過的文章，這篇新撰的文章看起來好像是為了因應論文集的出
版，才試圖對經濟這個現代社會生活中不可忽略的重要領域，也補上
些討論，而比較不像是長期審慎思考的結晶。事實上卻非如此，憑著
嚴謹的理論思辨訓練、敏銳的觀察力，以及大量的閱讀，魯曼在這篇
文章中已提出不少成熟且深入的觀點，後來的不少觀點均可追溯於
此，可說已成功踏出關於經濟方面研究的第一步。 

例如，Luhmann (1982b: 198)開宗明義便聲明，分化並非指經濟
從社會之中切割出來，彼此不再互賴，而是重新結構化彼此的依賴關
係。而且，經濟並非遵循「需要」的內在邏輯，而是遵循令經濟專殊
於「延遲決策」(deferring decisions)的功能這個內在邏輯的需要。相
應地，雖然乍看之下，行動的經濟取向表現得跟利潤得失的「計算」
有關，並因此顯得是可加以合理化的。然而，事實上，行動之所以是
取向於經濟的，是因為藉由確保需要未來會獲得滿足，行動在現在獲
得了一個處置的遊戲空間(Dispositionsspielraum)，並得以在其中運作
(ibid: 196, 201)59。同時，魯曼強調「稀少性」並非意指罕有或缺乏
某項東西，並非自然的某個性質或需要與滿足需要的可能性之間既定
的自然關係，而是個抽象的比較觀點(ibid: 195)。此外，魯曼在此也
談到了市場是在角色層次上達成的分化出來，是在協助、禮物及節慶
之外，利用剩餘及滿足需要的新形式，清楚地意識到市場的演進，而
沒有從現代往回投射，犯下Polanyi所謂「唯經濟論的謬誤」(ibid: 

198)。他還進一步申論，市場「促成」了無私的、「非人際的」
(impersonal)關係，但這意指將參與者的其他角色的相關性予以中立

                                                        
59  此處的英譯不夠精確，係按德文版(Luhmann, 1970h: 211)做出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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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去除「道德上的束縛」。要注意的是，魯曼講的是「促成」，不
能把這誤解為「等同」，以致犯下結構功能論及現代化理論影響下的
錯誤，認為現代市場交易完全與人際關係無涉。事實上，魯曼隨後立
刻補充說，在簡單的市場中，會有所謂的「二度人格化」
(Granovetter等人理解的人際關係的社會鑲嵌！)(ibid: 199)。 

所以，儘管接下來有好幾年的時間，魯曼在經濟方面的論著又繳
了白卷，但在1983、84年卻接連發表好幾篇相關的文章(參見本書頁
421-422所附本書原來各篇論文的出處)，最後的成果便是1988年集結
出版的《社會之經濟》。 

就在魯曼於經濟方面的研究相對停滯的這段期間內，魯曼在思考
上出現了一個自我生產的轉向，從原來的開放系統走向自我指涉系
統，其具體成果即1984年出版的《社會系統：一般理論概論》
(Luhmann, 1984a)。事實上，〈複雜性的時間化〉、〈體驗與行動〉、
〈時間與行動〉與〈行動系統的時間結構〉等1970年代晚期的幾篇文
章(1978c; 1981c[1978]; 1981d[1979]; 1981e[1980])，便已隱約浮現
此一轉向的徵兆，其中一個關鍵即在嚴肅面對時間的問題。此後，魯
曼不再在行動與溝通間猶豫不決，徹底出走帕深思的理論典範，轉而
以溝通為社會的基本元素、社會學最終的分析單位，並一貫地堅持自
我生產的觀念(1982f; 1983)，包括將這也用到功能系統上，而沒有考
慮到就自我生產的概念來說，在自我生產系統內部再分化出自我生產
的系統，邏輯上是有些自相矛盾的(Baecker, 2008: 118)60。 

                                                        
60  因為，就像前面關於茁生的討論已指出的，自我生產建基於形成新的元素

類型。我們固然可以說經濟的溝通有別於政治和科學的溝通，但問題是，
不論是政治、經濟還是科學的溝通，終究都還是溝通，都屬於社會。在這
個意義上，我們無法說在社會之上又茁生出功能系統作為新的自我生產系
統。事實上，魯曼自己對於這一點並非毫無意識(例如見本書頁56-57)，而
且並非所有系統理論的追隨者都遵循魯曼對於自我生產的嚴格二分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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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hmann (1987e: 142)日後在訪談中明確表示，視《社會系統》
為自己的第一本代表作，至於之前為數已不少的論著，不過是為建構
理論做準備的「零系列」而已。在魯曼為建構自己的社會理論的規劃
中，《社會系統》只是個概論性的導論，主要在做理論與概念上澄
清、介紹、引導入門的工作。接續這而來的應該是關於各個功能系統
的個論，從各個領域來掌握社會這個整體，而《社會之經濟》正是此
一系列的首次嘗試。最後，在個論之後應當還有個總其成的總論，也
就是Luhmann(1997a)於去世前一年正式發表，好兌現自己三十年前
規劃的《社會之社會》。 

就作為個論系列的開路先鋒，《社會之經濟》在魯曼浩瀚的著作
中有其獨特的地位。有別於日後同系列的《社會之法律》(2004a 

[1993])、《社會之藝術》 (2000a[1995])、《社會之政治》
(2000c)，與《社會之宗教》(2004b[2000])都是專書的形式，《社會
之經濟》是一本論文集，而這也就清楚地顯示出，這是個初步的嘗
試，還帶有很強的實驗性質。就像Bechmann & Stehr(2002: 67)在討
論魯曼留給我們的遺產為何的悼念文章中指出的，一般來說，魯曼的
論文往往具有實驗性質，有時甚至帶點嬉戲的筆調，或是以問號來結
束。相對來說，專書就要求要有系統性的呈現，因此多半會有個體系
清楚的章節結構安排。 

例如，只要翻翻同系列其他書的目錄，不難看出其章名多半是魯
曼後期著作中常出現的主要概念(組)，由此組成一個相對結構化的章
節安排：功能、媒介與形式、一階與二階觀察、編碼與設立綱要、運

(續)                                                        
而不乏採取漸進立場者——尤其是從事經驗研究者。不過，話說回來，雖
然要嚴格地貫徹自我生產的構想有其一定的困難，但是否因此便要完全放
棄功能系統運作上封閉的想法，仍有待斟酌。在我看來，這麼做失去的將
比得到的還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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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封閉與結構耦合、偶連性公式、演化、自我描述等。相對地，本書
就顯得欠缺這種條理清楚的章節安排。像魯曼在前言(頁5)中提及要
測試結構耦合的概念，但這個概念根本不曾在本書的內容中出現，因
為這實際上是他在撰寫相關文章時正在發展中的概念。也因此，前述
這些主要概念雖然多少也在本書中提及，但不若後來那樣大量且一貫
地使用。不過，在我看來，最令人感到惋惜的缺憾毋寧是，相較同系
列的其他書來說，本書缺少對經濟系統分化出來的過程較為詳細的說
明與探討，而且魯曼日後似也不曾在其他地方補起過這個縫隙。 

因此，在某個意義下，《社會之經濟》在魯曼社會理論的個論系
列中，算是比較弱的一本。魯曼在本書的前言(頁9)中便表示，關於
經濟學的知識受益於其學生Dirk Baecker，另外也曾在訪談中表示，
如果可以重新來過的話，希望能多學些數學與經濟學(Luhmann, 

1987e: 140)。換句話說，在對經濟學的掌握上，魯曼自認是有所不足
的。一定程度上，這當然會削弱魯曼對於經濟的思考深度，至少是削
弱他對經濟學的批判火力。 

然而，這只是個表象或部分的事實。以魯曼的著作來說，如
Bechmann & Stehr也點出的，認為專書必然優於論文集這樣的評斷其
實是有盲點的。之所以如此，跟魯曼本人的寫作習慣有很大的關係。
眾所周知，魯曼的寫作是建立在他很有名的卡片盒的基礎上。對魯曼
來說，不論是寫專書還是寫論文，往往就是在卡片與卡片之間、在概
念與概念之間建立起連結。所以，魯曼的專書看似有層次分明的章節
安排，其實背後一樣是蛛網式的思考風格，在章節與章節之間、在概
念與概念之間，始終有著彼此互相指涉、界定、闡釋、啟發的循環關
係。以《社會系統》這本書來說，Luhmann (1984a: 14)自己便明說這
是個迷宮而非單行道，讀者可以從自己偏好的任一章開始讀起。 

從這個角度來看，《社會之經濟》與日後同系列看似比較嚴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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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專書並無二致，只是沒有在章節名稱上明白打出系統理論特有的
概念，而是按經濟領域本身的概念或議題來安排，但背後一樣是個網
絡式的連結，在各篇之間依然有著密密麻麻的思想上與概念上的連
結，一樣提供了高品質，甚至更具原創性的理論思考與論述。在尚未
為系統理論自己的概念「套牢」的情況下，本書藉由探討價格、支
付、貨幣、市場、組織、決策、雙重循環等議題，展現出「深具雄心
的謙遜」(ambitous modesty)——借用King & Schütz (1994)的標題來
說，也就是建構一套跟經濟學高度「相似」(例如關於經濟功能的界
定、視價格為訊號、從稀少性立論)，卻又與之截然不同、完整的、
社會學的經濟理論，而不只是貨幣理論，不只是市場理論，不只是關
於某個經濟現象或領域的社會學研究，彼此之間未能有所連結。 

另外，最近人們才發現，原來魯曼不只有一套，而是有兩套卡片
盒系統。根據其門下弟子，同時也是接任其教席的Rudolf Stichweh教
授在“Ten Years After: Niklas Luhmanns Die Gellschaft der Gesellschaft”

這場紀念魯曼的國際研討會開幕餐會上的致辭，其中一個卡片盒推測
自學生時代便已開始著手，因此看得到像跟國家考試有關的卡片。另
外一個卡片盒則應是始自魯曼正式邁入學術生涯之時。有趣的是，研
究這些卡片盒可以發現，魯曼通常不會把自己的東西再念過一次，不
無忘掉自己曾有過的創新想法的可能，而且往往學生時代錯過沒念
的，日後就再也沒有機會補念。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什麼魯曼向來對古
典社會學大師談得相當少，畢竟他原本是念法律的。或許也正是因為
欠缺和傳統的對話，迥異於以考古或綜合來推展社會學理論的習見做
法，以致一般社會學家較難在魯曼的理論中發現可供銜接的點，而不
利於系統理論的推廣與繼受。 

儘管如此，若我們拿魯曼早期的著作與他後期的著作相比，將可
輕易發現，在某個特定意義下，早期的論著看起來比較像社會學，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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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從字裡行間讀到濃濃的社會學味道。像《社會學啟蒙》系列早期的
論文，便在跟社會學傳統對話，試圖重新概念化許多社會學重要的基
本概念。可惜迄今只有《社會的分化》(Luhmann, 1982b)選擇性的英
譯，其中魯曼檢討功能概念的文章全未譯出61，令人無法一眼清楚看
出魯曼與結構功能論的差異，多少嚴重影響到英語世界後來對魯曼的
繼受。到自我生產的轉向後，尤其是加入受到Spencer Brown啟發的
形式概念，以及相應而來的一套關於區分及觀察的理論，引進觀察╱
運作、形式╱媒介、運作封閉╱結構耦合等成套的概念後，魯曼日益
以自己自成體系的專門術語來寫作。雖然在這些論著背後作為指引的
仍然是社會學的旨趣，但不論是對一般人還是對社會學家來說，都是
個入門門檻極高的挑戰，也比較無法輕易便讀出其社會學的意涵，因
此更不利於系統理論的推廣——尤其是在翻譯相對仍極欠缺的情況
下。 

從這個觀點來看，《社會之經濟》作為介於前、後期之間過渡的
嘗試，固然有其相對不成熟、實驗的一面，同時卻也有其極具原創與
開創的一面，而且更易讓人讀出社會學的意涵，對一些自我生產轉向
後的基本觀念往往也有較為簡明易懂的闡釋，令讀者不致因一層又一
層的術語與理解障礙而卻步62。以前面舉過的例子來說，魯曼在本書
中便清楚地交代了不能把系統視為客體，而是要看做是能自己觀察自
己的系統，也只能自己駕馭自己。相應地，系統並非由實體組成，而
是由時間化了的事件組成。同時，魯曼也明白指出必須擺脫既有存有

                                                        
61  關於魯曼如何看待功能與因果的問題，參見湯志傑(1992: Chap. 2)。 
62  將1977年正式出版，同樣是論文合集的《宗教的功能》(Luhmann, 1977a)

與日後的《社會之宗教》相較，人們也會有類似的感覺，但這些較早的著
作發表於自我生產的轉向前，雖然仍可與魯曼日後的著作相銜接，但有時
會顯得較不一貫，不若《社會之經濟》般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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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的包袱，走向後存有論的轉向，掌握到偶連性公式同時具有必然與
偶連的模態，掌握到經濟系統同時既是系統又是內環境，掌握到同一
個事物可以有不同建構的可能。 

另外，魯曼在本書第六章中以分岔的概念來談系統的運作動態以
及歷史的形成，同時帶入濃縮╱證成這一組雙向的關係，並以財產這
個具體的例子來例示，依個人對魯曼依然屬有限的閱讀來說，這在日
後的著作中毋寧是少見的或呈現得沒有如此清楚，往往逕自便以編碼
的觀念討論，也不見得會把它與歷史的問題扣連在一起談。同時，就
系統奠基於弔詭這個基本主張來說，個人也覺得本書從稀少性的弔詭
切入來闡釋整個經濟系統的運作與動態，應是魯曼有關這個問題最為
清楚、簡潔、系統及具說服力的闡述63。 

就像前引Stichweh教授在開幕致辭時說的，魯曼會不斷地修改舊
稿，就《社會之社會》這本日後勢必會被人引來對魯曼蓋棺論定的巨
著來說，尤其如此。在1997年正式出版前，不知已有過多少個不同版
本的手稿，而最後出版的版本是否就必然較佳，其實是要打個問號
的。在這個不斷改寫、不斷引入新觀念、不斷將理論繼續往前推展的
過程中，一些被遺忘或甚至被放棄了的想法，不見得就比較差或比較
不值得繼續發展下去。 

就這點來說，由探索、開創與實驗性質居高的論文合集而成的本
書，有其不容忽視的獨特價值。例如，魯曼在本書(頁333以後)中對
事件、決策、期望、行動、結構等概念之間的關係，便有相對清楚的
闡釋，尤其是談到了事件╱結構的關係或所謂的事件─結構理論，這
除了在《社會系統》及《信任》(Luhmann, 1989b[1968])兩書中曾有
觸及外，日後很少再見到魯曼對此區分有所著墨，而多是以運作╱結

                                                        
63  另一個可以類比的例子是Luhmann (198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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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的區分取代(如Luhmann, 1990c; 1993)。但到了《社會之社會》，
魯曼終究還是要回頭使用這組區分，卻沒有對此做太多進一步的闡
述。在我看來，事件╱結構這組區分其實深具潛力，可由此開展出系
統理論自己一套可用於歷史研究的結構化理論(Tang, 2007)。 

對魯曼這位在與哈伯瑪斯論戰後日益奠定宗師地位的新作，尤其
是在他邁出自我生產的轉向後推出的《社會之經濟》這本深具原創性
的「新作」，德語學界自然不會忽略。一些重量級的學者，如法蘭克
福學派出身，持左派立場的Claus Offe，以及以帕深思傳人自居，但
並非像魯曼一樣是學習帕深思建構理論的技術，推陳出新，而更多是
繼承帕氏對規範的強調的Richard Münch，便都有針對該書的書評64。
然而，或是基於理論立場的差異，或是因為尚無法跳脫社會學傳統的
思考模式，跟不上魯曼自我生產轉向後的腳步，早期德語學界雖然沒
有忽略《社會之經濟》，但一般的反應多較負面，尚無法深入掌握到
魯曼在本書中開展出的新思維，遑論看出其長處。 

像Offe(1990)便質疑說，一定要採取系統理論的觀點嗎？魯曼難
道不是只是用系統理論特有的概念，對眾所周知的看法和提問做了些
藝術性的花邊裝飾嗎？他舉例說像「市場因此是以自我指涉的循環這
樣的形式，或是以雙重偶連性的形式顯現為環境」(本書頁84)這樣的
句子雖然看來很有吸引力，但對實質的討論究竟有何幫助？相應於這
個根本的質疑，他雖然樂於承認魯曼對稀少性的重新概念化有很好的
闡明效果，但不認為一定要把這當作是關於自我指涉、弔詭及分岔的
證據。Offe的疑惑觸及一個根本的關鍵：魯曼真的只是用繁複難解的
概念複述了一些常識嗎？恰恰相反，系統理論的概念工具並非只是用

                                                        
64  在《社會之經濟》出版前，Ganßmann (1986a; 1986b)便已從左派的立場，

對魯曼把貨幣視為象徵一般化溝通媒介的看法做出尖銳的批評。由於該文
已有英譯，此處不再做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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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炫人耳目的工具，而是的確能帶來精確與深刻的洞見——與一般常
識不必然相違背，卻又能更好地解釋它們的洞見。就像Offe也不得不
承認魯曼對稀少性的討論極具啟發性——雖然魯曼的講法常常看來像
再普遍不過的常識，但隨著整個論述繁複的開展，相信讀者絕不是只
重溫了一遍常識，而是多了一層深刻的社會學的理解。 

Münch (1990)的書評也有類似的問題，他認為魯曼不過是偏愛
弔詭或套套邏輯的「語言遊戲」罷了。他完全不能同意經濟是個「自
我生產的系統」，認為經濟系統藉由支付再生產出自己只是邏輯上為
真而已，強調經濟的經驗現實僅取決於人們如何在稀少性、財產、貨
幣、支付，以及尤其是極大化利益的觀點下做出決策。他主張，經濟
相對於道德和政治的界限並非由支付不斷延續下去所產生，而是日常
決策及鬥爭的成果，界限的界定必定是由行動者做出的。他最後還批
評說，認為企業道德化及文化化的趨勢無法改變現代經濟系統自我生
產的特性是錯誤的。 

後來，Münch (1994)更以相互滲透的概念對魯曼做進一步的批
評。但他的相互滲透概念有別於魯曼主要是用來指心理與社會系統共
用意義的媒介，而是用來指帕深思所謂系統間的相互交換的關係65。
他強調，經濟與道德兩者間的相互滲透，支付與尊重兩者間的相互滲
透，才是現代功能分化的建構原則，並據此把個人主義的職業倫理及
經濟上的自由主義╱福利道德及福利經濟╱環境道德及環境經濟詮釋
為現代演進的三個階段。 

如Beckert (2002[1997]: 207)就Münch的批評已指出的，魯曼理
論的弱點並不在於把假定是規範性的動機從經濟行動者之中排除出
去，或是喪失與道德、規範等議題的連結，因為系統理論不只是看自

                                                        
65  對此的相關討論見湯志傑(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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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指涉，而是一併看到了異己指涉66。Beckert認為系統理論關鍵的弱
點在於喪失了行動的面向，而Münch的批評也呈顯了同樣的觀點，但
這樣的批評在系統理論看來只是源自行動論立場的偏見，並不具說服
力。首先，如Stichweh(2000b)的分析指出的，行動與系統的概念並
非不相容，真正構成替代關係的，是以溝通還是以行動作為建構理論
的出發點。而就如前面的分析指出的，從溝通這個本身便意涵著社會
性的概念出發，毋寧能更好地掌握及解釋社會性的問題。其次，
Luhmann (1981c[1978]; 1984a: Chap. 4)事實上也沒有丟掉行動的概
念，而只是對它進行重構，視之為衍生自溝通的「次要」建構，是溝
通簡化了的自我觀察。隨著歸因於環境還是系統，溝通或是被視為體
驗，或是被當作行動。行動論者只看到行動，而無法面對體驗的問
題，就社會學的理論建構來說反而是不夠完整的。 

儘管Beckert (2002[1997]: 206, 211)正確地看到魯曼對不確定性
的問題有最深入而系統的討論，使得以不確定性作為建構理論的出發
點變成不可置疑的典範，但他對系統理論的掌握其實不夠道地，常有
似是而非的誤解，而這多少源自他無法放棄行動論與主體的立場。例
如Beckert (2003: 772)認為系統是系統理論分析的基本單位，顯然理
解有誤。如前面指出的，最基本的元素、最基本的分析單位應是作為
事件，一出現就消失的溝通。同樣地，Beckert (2002[1997]: 208)認
為魯曼與新古典經濟學最核心的差別在於拒絕所謂的極大化假定，相
信親自讀過本書的人都會發現這係強加之見，毋寧是Beckert借魯曼
的觀點來發展自己的理論綜合工作67。 

                                                        
66  奇怪的是，Beckert (2002[1997]: 216)知道以此理由反駁Münch的批評，自

己卻又犯下類似錯誤，認為系統理論主要只關注系統內部的運作，而無視
於與環境的關係。 

67  事實上，Beckert在此引的是《目的概念與合理性》這本 Luhm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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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ckert (ibid: 212)甚至無視於Luhmann (1981g: 394)明說光以
「滿足未來物質需要」來理解經濟的功能是「不足的」，而誤以為這
在魯曼看來是個「構成性的問題」，它在社會上的重要性會產生出足
夠的溝通，以致可以分化出一個經濟系統來。事實上，魯曼在該文中
只說應把提問改為「究竟是哪個問題引導(leiten)了分化出特定是經
濟的情境、角色及次系統」，強調「需要滿足在時間上的推移對經濟
來說是構成性的」，因為這「擴大了目前的稀少性，並因此令社會緊
張加劇」，而沒有說這個作為參照的問題就促成了經濟系統分化出
來。如前面已指出的，魯曼認為，光是經濟的功能是無法令經濟分化
出來成為一個功能系統的；在促成功能系統分化出來上，象徵一般化
的溝通媒介毋寧扮有更重要的角色。Beckert無法正確掌握到這一點
其實不令人訝異，因為他誤把象徵一般化溝通媒介的主要功能，理解為
制約溝通的選擇(ibid: 213)，而不是像魯曼說的提高或促進溝通成功的
機率。 

在前述兩篇社會學家的書評之外，還有Brodbeck (1991)來自經
濟學觀點的書評，主要用意在檢視《社會之經濟》是否如魯曼所說，
提高了概念的精確度，從而能成功地對經濟學造成衝撞。雖然
Brodbeck也嚴辭批判魯曼，但因為他選擇了不同於前兩篇書評的出發
點，所以我們在此看到的主要反而是「同」而不是「異」：魯曼不過
是重複經濟學早已說過的看法而已。例如，Brodbeck指出凱因斯早將
對魯曼來說至關重要的「期望」概念引入經濟學之中了。認為經濟的
範疇並非客觀的觀念，而不過是描述而已，也不是魯曼什麼獨到之
見，海耶克便已說過，生產函數和貨幣等並非有形的東西，而只是人
們關於事物的觀點而已。他還批評魯曼弄混了對價格的期望與價格，

(續)                                                        
(1973[1968])的早期著作，而不是《社會之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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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經濟學的理性預期學說能更好地說明價格的運動，而且視價格為
訊息的承載者本來就是源自經濟學的洞見。最後，他批評說如果我們
抱持「沒有主體的系統」這樣觀念的話，再也無法有意義地討論社會
理論的核心問題如自由、暴力、寂寞等。從這些批評來看，顯而易見
背後還是受到學科及意識形態立場的影響，相信明眼的社會學家絕不
會把魯曼只看做是經濟學在社會學中的買辦。 

或是鑑於學界普遍誤解《社會之經濟》的要旨，先有Hutter 

(1990)試著把系統理論「翻譯」成別人能懂的語言，接著有魯曼的入
室弟子Baecker (1994a)撰文解釋「經濟作為自我指涉的系統」究竟是
什麼意思，捍衛師說。事實上，隨著系統理論日益普及，早期的一些
誤解慢慢獲得解消——排除因著理論立場差異而來的偏見不論。像後
來Bode (2000)同樣是比較魯曼的理論與經濟學異同的文章，就比較
能正確地掌握到系統理論的特色。他正確地觀察到系統理論後存有論
的轉向，因此清楚地指出兩者的差異在於認識論、在於根本理論立場
的差異。有別於經濟學仍主張一種物質性的元素，魯曼是從自我指
涉、從循環的因果性出發，主張以時間化了的事件為元素，關心的是
描述「經濟如何運作」68，而不是這個作用方式所產生的結果，追問
或關心一般意義下的因果，如經濟與非經濟(所謂社會)因素間變項式
的因果關係，這才是系統理論與經濟學的關鍵差異所在，相信也是系
統理論與新經濟社會學的關鍵差異。從系統理論的角度來看，經濟學
忽略了回饋及自我指涉的問題，也無法掌握到多元脈絡的現象。反過
來，在經濟學看來，欠缺因果分析的系統理論則是在分析上無力，在

                                                        
68  借用Swedberg (1986)的說法，「經濟究竟如何運作」是經濟社會學要探究

的最核心的問題。相對來說，「新經濟社會學」雖然以研究經濟如何在日
常生活中運作自許，但大多數畢竟仍在研究「經濟與社會其他部分的關
係」——而這正是Swedberg對結構功能論的批評之一。 



中譯導讀 將《社會之經濟》鑲嵌到「新經濟社會學」  lvii 

實踐上無用。 

從傳統主張線性因果，不認為現實是個自我指涉的過程這樣的觀
點來看，對系統理論這樣的批評是成立的。然而，一旦我們承認或認
知到自我指涉的問題，整個情形就會顛倒過來。因此，說到底，這終
究還是個涉及選擇追隨那個典範的問題。從系統理論的角度來看，它
有能力對既有的說法做解釋，將它們包含進來，就像相對論把牛頓力
學變成特例一樣，反之卻不然。考慮到這一點，相信何優何劣應當十
分清楚。如果我們同意自我指涉及因之而來的弔詭是必須正視的問題
的話，我們就不能再以以前那樣的方式建構理論，才不致淪為建在流
沙上的巨廈，美則美矣，卻隨時有被自我指涉的問題掏空地基因而倒
塌之虞。所以，縱使魯曼的理論還不夠完美，仍有不少待修正及進一
步發展之處，但終究幫助社會學往前踏出了重要的一步。 

後來Paul(2006: 418)在評價魯曼的經濟理論時，也不認為下述兩
點對魯曼的主要批評是其理論失敗之處：一、並未把探討的焦點集中
在經濟行動之社會(前提)條件與框架，並未探究鑲嵌的形式，而是分
析一種社會溝通的形式(支付)，以此作為經濟行動的構成元素。這侵
蝕了習慣上經濟學家與社會學家之間的分工。二、魯曼概念化為經濟
的東西，以及他概念化的方式，卻又不是新古典經濟理論所處理的課
題本身：在他的理論中，理性的經濟施為者並未扮有重要角色，而交
換或市場也不是他的理論的核心觀念69。這兩個特徵，亦即被認定欠
缺特定的社會學提問以及賦予貨幣作為經濟的「主體—客體」的特

                                                        
69  魯曼的確不太談「交換」的問題，但他有明確交代為何他不認為交換是個

好的理論出發點(本書頁13以後)。相對來說，交換是經濟學及社會學傳統
常談的範圍，新經濟社會學對此甚少觸及才顯得奇怪——以個人有限閱讀
來說，似乎只有經濟學出身的Zafirovski (2001)把這當作重要主題來處
理，另外便是Nee & Ingram (1998)嘗試接上Homans交換論的傳統，但也沒
有直接觸及交換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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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迄今仍是他迭遭批評的主要標的。Paul認為，這樣的批評射錯了箭
靶，真正的問題在於像競爭這樣的機制竟然在魯曼的理論中近乎缺席。 

然而，檢視本書(頁119以後)的內容，我無法同意Paul最後的批
評。事實上，魯曼不但說明了為何競爭無法是個系統，而且還敏銳地
指出競爭省下了衝突，在沒有創造出具體社會互動的情況下，仍使得
社會的取向成為可能。經濟系統之所以能如此敏感、回應得如此迅
速，毋寧正在於「互動」被省下了。相較來說，主張必須同時考慮到
社會、組織、互動三個層次的系統理論毋寧還有其優勢，只從微觀視
角出發的理論便看不到這一點。 

在這些評論之外，還有一些將系統理論與其他理論進路比較的嘗
試。例如Priddat(1995)比較了理性選擇、詮釋學，及系統理論關於作
為「經濟人」意象基礎的主觀合理性的看法。Baecker (1996)則比較
了系統理論與Simmel對於貨幣的看法。另外，Jessop (2001)比較了
Polanyi、魯曼及法國的調節學派(regulation school)的看法，認為三者
同樣都主張經濟系統在運作上自主，但又都是社會地鑲嵌的，進而嘗
試就三者的相異之處建構更為完整的一套理論。 

至於就系統理論陣營本身來說，在魯曼之後的一些新發展也值得
注意。首先是Dirk Baeker為數甚多關於經濟、組織，及管理等方面的
論著(如1994b; 1999c; 2003a)，其中他的博士論文及教授資格論文尤
其值得注意(1988; 1993)。雖然在我看來這兩本書偶有過度推論的毛
病，但它們對魯曼的經濟理論來說是重要的補充，真正深入到經濟學
的內部，以系統理論的觀點對它做了一番徹底的改寫。另外像他《銀
行藉什麼行動》的小書(1991)，用具體的個案分析展現系統理論的洞
見，也值得一讀。晚近他除了繼續有專書問世，尤其是寫了一本《經
濟社會學》的導論書外(2006b)，還編了些有趣的書，像是討論貨幣
及資本主義作為宗教的問題(2003b; 2003c)，將Deutschmann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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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的新觀點引入，積極與之對話。由於Baecker著作甚多，除以上
所述外，在此只挑幾篇國人易及的英文著作供參考(1992; 2001; 

2006a; 2007a)。 

同樣長期在經濟研究方面耕耘的還有Michael Hutter。他運用魯
曼自我指涉系統的觀點來研究製藥業的專利權的個案(1989)，分析法
律與經濟之間的結構耦合，對制度經濟學交易成本的概念提出批評，
指出它名義上雖重視溝通，實際上卻用理論的推理邏輯取代了真實的
溝通。另外，Hutter除了和Teubner (1994; 英譯Teubner & Hutter, 

2000)聯手對「經濟人」與「法律人」的虛構進行了精采的分析外，
還研究了貨幣(1993; 1994a)與過剩╱稀少的問題(1999)，而文化、藝
術與經濟之間的結構耦合更一直是他的長期關心所在(如1986; 1994b; 

2001; 2004; Hutter & Thorsby, 2007)，晚近還從「群眾運動」的視角
探討市場，也就是評價系統的問題(2007)。 

在Baecker和Hutter這兩位大將之外，主要從事法律方面研究的
Gunther Teubner，間或也寫了些跟經濟有關的重要論文。除前引跟
Hutter合寫的文章外，Teubner(1996a; Hutter & Teubner, 1993)還討論
了「混血」(hybrid)作為解除弔詭的寄生者角色，多面目的網絡作為
集體的行動者(1992；英譯1993)，以及藝術與貨幣、契約與組織等法
律與經濟的結構耦合的問題(Daintith & Teubner, 1986; Graber & 

Teubner, 1998)。此外，Teubner不但長期關注較為宏觀的議題，例如
關於福利國家的體制、管制的三難及私有化等(1984; 1986; 1998; 

Teubner & Febbrajo, 1992)，也嘗試結合系統理論與解構的觀點，討
論了禮物(2001)以及(尤其是由經濟實務推動的)法律全球化的問題
(1996b; 1996c; 1997a; 1997b; 2004)，都頗具創見。 

專長領域為心理研究與治療的Fritz B. Simon，也做了不少關於組
織、管理，及經濟方面的研究(如2004a)，其中Radikale Marktwirtscha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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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undlagen des systemischen Managements也已分別有英譯(2004b)及
簡體中譯(2007[20011])可供參考。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他也從事家
族企業的研究(2005[2002]; Simon, Wimmer & Groth, 2005)，正好可
以與本地的討論銜接及對話。 

此外，魯曼義大利裔的女弟子Elena Esposito(2004)關於時尚研究
的專著，也進一步拓展了系統理論關於消費、經濟與文化方面的研
究，同樣值得注意。在這點上，值得引述Baecker(2006b, 93f.)對於流
行的「符號消費」主張的批評，來呈現系統理論的不同觀點：由於現
代經濟日益走向消費取向，以致人們往往假定，現在人們消費的只還
有符號、聲望值、象徵、區別的標記等，而認為財貨與勞務的使用價
值既不令人感興趣，甚至根本就不為消費者珍惜。然而，從系統理論
立基於Spencer Brown觀察及區分的理論觀點來看，使用價值不可能
獨立於它的形式，也就是不可能獨立於對它進行加工的區分。據此，
符號消費的化約論觀點犯了雙重的錯誤。首先，在所有的社會中，就
是使用價值中最具使用性的部分，一樣都還是透過區分的值
(Distinktionswert)來駕馭的。其次，假定現代或後現代社會偏離這樣
的狀態，因此是錯誤的。這種把當代經濟活動化約為「僅僅是」符號
消費的觀點，本身無非是想在現代與所謂後現代社會間製造出一個區
分，一個質上的差別，但從系統理論的觀點來看，現代與後現代社會
在系統分化形式這個主要的社會結構上並無差異，只是人們現在有更
好的準備，在語意上接受現代社會多中心、多元脈絡的事實罷了
(Luhmann, 1995a; 2005[1992]: Chap. 1)。 

最後，Urs Stäheli這位兼具後結構主義，與系統理論兩家之長的
新秀也值得一提。根據系統理論的觀點，功能系統要能徹底分化出
來，必須在角色的層次上建構出「大眾」(the public)的相應角色。從
文化研究關心「大眾」、「流行」的角度出發，Stäheli (1997, 200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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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了流行的語意，以及大眾在政治系統中的角色，把這與系統理論
關於涵括的討論關聯起來，晚近更把焦點轉移到經濟系統，從「股
票」、「投機」等議題切入，探討經濟系統對於大眾的形塑與涵括
(2001; 2003b; 2007)。 

在魯曼及其弟子筆耕不輟的努力下，在經濟研究方面，除了日本
早形成自己的傳統外70，就以英語發表為主的國際學界來說，慢慢也
出現一些系統理論的追隨者，或採取系統理論進路的研究(如
Andersen, 2000; Arnoldi, 2004; Daly, 2004; Fleischmann, 2005; Fotopoulos, 

2000; Hessling & Pahl, 2006; Larsson, 2003; Pixley, 2002; Webb, 2004)。
這些研究呈現出兩個特色，一是多集中在研究貨幣、金融方面，另一
是作者常出身自北歐研究系統理論的社群。這種相對集中的現象雖有
助於深化，卻不利於拓展。因此，一定意義下，系統理論仍有大片仍
待開發的處女地可供開拓。從好的方面來說，這表示系統理論有著光
明的前景。但反過來，如果系統理論無法吸引其他學者繼續投入，尤
其是從事實際的經驗研究，那麼在當前講求競爭與發展的學界生態
下，長期下來恐怕不免要暗淡。如果我們同意Beckert (1996)說的，
不確定性的問題是經濟社會學的利基或阿基米得點所在的話(見湯志
傑，2009)，相信系統理論終能突破語言的障礙，成功地在經濟研究
方面開展出自己的一片天空。 

                                                        
70  在日本引介魯曼的土方透(Toru Hijikata)，便是位經濟學者，不但曾跟

Armin Nassehi這位德國的系統理論學者合編了一本關於風險決策的德文書
(Hijikata & Nassehi, 1997)，目前也是《社會系統》這份系統理論的旗艦刊
物的顧問。由於個人尚不諳日文，兼之日本學者主要還是以日文寫作，國
際能見度不高，所以無法在此多做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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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譯者說明與致謝 

如前面已說明的，魯曼追求的是Gesellschaftstheorie(theory of 

society)，而不是social theory——但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稱呼，主要
係為了跟學院建制化的社會學理論做區隔，好宣稱自己更為廣含及一
般。就如前面已提及的，社會在魯曼的使用中是雙義的，但無論如何
很清楚的是，魯曼企圖探討的，既是整體的，同時也是廣含的社會
(在這個意義下等同於the social)，而不是把組織與互動排除在外，只
研究社會這個系統層次——雖然這是他主要著力所在。尚請讀者清楚
牢記這一點，因為我們翻譯本書時，除非是易於造成混淆之處，我們
才會採用「全社會」、「總體社會」、「整個社會」等譯法，否則多
半還是譯成「社會」，以免累贅。 

其次要說明的是，基於正確及精益求精的考慮，我們更改了一些
舊的譯法。首先是autopoiesis這個關鍵概念，我們不再沿襲「自我再
製」的舊譯法，而是直接照其希臘文原來的意思，譯做自我生產
(auto：自我；poiesis：生產)。舊有的譯法考慮到避免與原有生物學
的用法有過強的關聯，或是與生命的不當聯想，有其一定的好處，也
可以與結構主義後來「再生產」、「實做」的轉向相呼應，但基於與
原文的精確對應，現統一改譯為自我生產。 

另外一個重要改變，是以更符合中文表達方式的「編碼」
(Codierung)、「設立綱要」(Programmierung)取代原有「符碼化」、
「綱要化」的直譯。符碼化和綱要化的拗囗翻譯，雖然有讓讀者清楚
意識到這是系統理論的特定概念的好處，卻也要付出不通順及不易理
解的代價。在考慮到系統理論的入門障礙已經夠多的情況下，我們現
在選擇優先照顧未入門及初入門者的需要，相信已入門的讀者自然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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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輕易掌握到名詞背後的意思，以及原來與之對應的精確概念。 

此外，本書將原書的注腳與譯者所加的譯注統一排序，但會在注
腳的最前面以[譯者注]指明係譯者所加的注釋。另外以中括號括起來
的內容，係譯者為促進理解額外加入的文字，為原文所無。至於在本
書翻譯的分工上，由湯志傑先就原文譯出一份初稿，交由魯貴顯逐一
校定後，兩人再共同討論決定譯文的內容，最後再由湯志傑統一做文
字潤飾的工作，由魯貴顯負責魯曼生平年表及主要著作選錄的工作。
在翻譯的過程中，我們遇到不少「外文」的問題，必須求助於許多朋
友，在此我們要特別感謝康士林、李威霆、劉名峰、王貞文、李航、
倪安宇、王柏偉、李君韜、蘇碩斌等人，協助解決拉丁文、法文、西
班牙文、義大利文及日文等方面的翻譯問題。 

如果翻譯事實上是個改寫、再創造的話，那麼譯作究竟是出現在
什麼樣的脈絡中，試圖傳遞什麼訊息，毋寧是值得做番自我分析的。
但限於篇幅以及自我分析上的不成熟，同時也是為了避開角色上的尷
尬，我不打算在此做這樣的交代，相信這篇導論以及許多的譯注已經
留下足夠的線索。值得在這個脈絡下一提的是，如果「經濟」這個譯
名最初是在「經世濟民」這種道德考量——令經濟隸屬於道德秩序之
下——下才脫穎而出的話(金觀濤、劉青峰，2003)，我們今天是否已
真地擺脫了這種觀點的糾纏，從普遍的道德切換到各個領域特有的道
德，走向多元脈絡的建構？還是，我們仍然在許多不同的秩序之間掙
扎、游移，同時根據許多源自不同時代與背景的邏輯來運作？ 

在目前各種評鑑制度逼著大家求新、求快，很難有完整的時間可
以好好靜下心來想大問題的學術生態中，喜歡追究根本問題的系統理
論似乎顯得有些不合時宜。然而，當年一心求發表的Granovetter固然
壓根不曾想到，也沒有義務去想「新經濟社會學」接下來的議程為
何，但「新經濟社會學」發展到今日，如何在理論上深化，提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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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套不但能挑戰經濟學，甚至也能挑戰既有社會學的理論，實已是日
益迫切的任務(湯志傑，2009)。遺憾的是，不論是科學社會學的研
究，或是對於新經濟社會學的歷史與知識社會學分析都告訴我們：一
門學科或分支領域愈成熟，往往也就愈封閉，或者甚至應該倒過來說
是因為封閉才成熟的(Fuchs & Turner, 1996)。這雖然能在相互承認的
基礎上帶來具備更高「科學性」的好處，往往卻也要付出代價，例如
喪失與現實的關聯、排除異己、抑止具原創性的冒險等等。相較於社
會科學中最建制化、最成熟的經濟學，相信讀者不難理解這種做法的
優缺點何在。基於這樣的認知，讓「新經濟社會學」跟不同物種的系
統理論對話，就變得很重要，因為唯有如此才能跨越它自己既有的認
知框架與區分，真正迸出知識的火花。希望這本譯作的誕生有助於對
系統理論的理解，進而能促成系統理論與「新經濟社會學」之間更多
的對話。促進理解與對話，相信是任何從事翻譯這項公共服務的學者
們最期待，也最感欣慰之事。 

湯志傑 台北南港 

2008年3月初稿，10月刪節修訂完稿71 

2009年8月定稿 

                                                        
71  在本文初稿完成，總算可將全數完成的譯稿(2007年8月)一併送審，等待

審查意見的過程中，蒙蔡博方惠賜由余瑞先、鄭伊倩所譯的《社會的經
濟》的簡體中文譯本(2008年6月)，才赫然驚覺原來本書不但不是唯一的
中譯本，而且還會是難脫參考前譯本之嫌，晚出的譯本。不過，在略為瀏
覽一下簡體譯本之後，我放下了這樣的擔心。相信任何對兩個譯本做比對
的人，都不會認為我們的翻譯是抄襲或參考前譯本的結果。仍然令人擔憂
的是，由於簡體譯本擁有早出及中國大陸的廣大市場的優勢，在現有的經
濟運作法則之下，是否會因此出現劣幣逐良幣的反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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